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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Chinese AI enterprise technology and R&D personnel's identification 

with organizational values has a huge impact on innovation behavior, 

human-organization f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Consequentl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organizational fit and innovation behavior of Chinese AI enterprise technology 

and R&D personnel,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workplace spirituality and inclusive leadership. Th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echnical and R&D personnel in nin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terprises in Beijing, 

China, using a random sampling method, total of 52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human-organization fit of technology and 

R&D personne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innovation behavior; 2) the 

human-organization fit of technology and R&D personne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workplace spirituality; 3) the workplace spirituality of technology and R&D 

personne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innovation behavior; 4) the workplace 

spirituality of technology and R&D personnel has a mediating effect on innovation 

behavior in human-organization fit; and 5) inclusive leadership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innovation behavior of technology and R&D personnel in 

terms of the fit between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technology and R&D personnel's identification with organizational values 

requires not only the workplace spirit of inner experience but also inclusive leadership 

with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in order to fully enhance innovativ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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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中国高新技术公司技术与研发人员对组织价值观的认同对创新行为有

着巨大影响，并且人与组织契合与员工创新行为联系紧密。因此，本研究的目的

是探究中国高新技术公司技术与研发人员的人与组织契合与创新行为的关系，以

及职场精神力与包容型领导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与调节效应。本研究采用立意抽样

法，通过网路问卷向中国北京市的 9 所高新技术公司中的技术与研发人员收集样

本。共获得有效问卷 526份。研究结果表明：1. 技术与研发人员的人与组织契合

对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2. 技术与研发人员的人与组织契合对职场精神力有

显著正向影响；3. 技术与研发人员的职场精神力对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4. 

技术与研发人员的职场精神力在人与组织契合对创新行为有中介效应；5. 包容型

领导在人与组织契合对技术与研发人员的创新行为有正向调节效应。本研究的结

果说明，技术与研发人员对组织价值观的认同不仅需要内心体验的职场精神力，

还需要具有鼓励和支持的包容型领导，才能充分提升创新行为。 

(共 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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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实践背景 

由于中国人工智能企业面临的竞争是无比残酷的，而企业为了生存，唯有不

断创新，以保持竞争力，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并不断的良性发展 (王颖, 2023)。

正如研究者所说，只有不断创新，突破局限，才能使企业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Erhan, Uzunbacak, & Aydin, 2022)。然而，事实上，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创新水

平略显不足 (赫连志巍, 2023; 李永发, 陈舒阳, & 王东, 2023)。因此，如何提升

和进一步充分的激发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创新水平，从而帮助它们逆境而存，这

也成为研究人员持续关注的焦点 (李勇, 2022; 王永, 谭灏哲, & 马君, 2023)。而

人工智能企业的创新主要是指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两者都依赖于科研人员 (冯

喜良 & 邱玥, 2023; 潘飞, 2023)。因此，提高人工智能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是促

进科研员工的创新行为，因为只有创新绩效高的员工才能带动企业更好更快的发

展 (Ma, Wang, & Liu, 2016)。所以，本研究将探索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中科研人员

的创新行为，以帮助企业突破困局，提升组织的创新力，从而推动中国人工智能

企业的发展。 

此外，就创新而言，主要是由组织、团队和员工三个主体组成 (Yuan & 

Woodman, 2010)。由于员工创新是组织的基石，约 80％的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认

为，员工创新在实现组织创新和团队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 (Yuan & Woodman, 

2010; Ma et al., 2016)。因此，只有提高员工的创新行为，促进员工对新技术、产

品和服务的创新的奉献精神 (Isaksen & Karlsen, 2012; Sovacool, Newell, Carley, & 

Fanzo, 2022)，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才能实现创新 (王颖, 2023)。而科研员工创新有

助高新技术领域企业的成果 (Shalley, Zhou, & Oldham, 2004)，帮助中国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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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克服逆境，推动其前进 (赫连志巍, 2023; 李永发 et al., 2023)，这不仅能够

拓展创新行为理论层面的发展，还有助于实践层面的提升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动。 

1.1.2 理论背景 

创新对于组织保持竞争力和成功至关重要  (Isaksen & Karlsen, 2012; 

Sovacool et al., 2022)，特别对于中国的人工智能与高新技术企业则至关重要 (王

颖, 2023)。而由于新竞争者的威胁，因此通过激励员工促进和实施新思想的差异

化和不断创新被每个组织视为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 (Afsar, Badir, & Khan, 

2015)。 

正如 O'Reilly, Chatman and Caldwell (1991) 所说，人是有影响力的，合适的

人做合适的工作，合适的组织有助于实现积极的工作成果。许多研究人员认为，

个体与组织的价值观以及工作更匹配的员工表现出有益行为 (Afsar et al., 2015; 

Mussner, Strobl, Veider, & Matzler, 2017)。而由于创新行为是完全自主的公民行为，

在正式的工作描述和角色中是不被期望的 (Janssen, 2000) 。然而，两者的关系却

鲜有实证支持 (Afsar et al., 2015)，特别是在中国的人工智能与高新技术企业范围

内更为罕见 (李勇, 2022; 王永 et al., 2023)。因此，探索和解析驱动中国的人工

智能企业科研人员创新行为的前因，将能够弥补这种缺憾。 

个人与组织的契合被描述为“个人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的融合程度” (Kristof, 

1996)。个人-工作契合被定义为一个人的个性、知识、技能和能力与特定工作要

求之间的匹配 (Brown, 2000)。而将个人与组织契合与创新行为联系起来的结果

是不确定的，在研究创新工作行为第一阶段的人与组织契合与创造力的关系时，

对两者关注甚少  (Pattnaik, Mishra, & Tripathy, 2023; Pratama, Suwarni, & 

Handayani, 2022; Rahman, Kistyanto, & Surjanti, 2022)。创造性的想法是新颖的和

原创的，提供开箱即用的解决方案的组织问题，是潜在有用的用人组织 (Amabile, 

1996)，而创新的行为是产生，促进，实施和实现这些创造性的想法 (Shalley et al., 

2004)。创造力可以被认为是创新行为的第一步 (Tierney & Farmer, 2002)。一个人

要想表现出创新行为，他/她必须要有创造力 (Rahman et al., 2022)；然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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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能力产生有效的想法，但他们不承担追求这些想法的负担，把它们转化为现

实，因为他们在实施这些想法时必须面对一些障碍。员工只有在创意产生与创意

实现协同工作时才能显示创新行为 (Shalley et al., 2004)。关注员工创造力的研究

引用了关注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反之亦然 (Woodman, 2011)。此外，虽然人与

组织契合和创新行为的关系已被证实是显著的 (Afsar et al., 2015)，但是这种关系

在中国人工智能与高新技术企业中却还未被证实过。因此，将论证人工智能企业

情景下论证两者的关系，这将能够明确两者的关系是否在中国的人工智能与高新

技术企业情景下同样有效，并丰富相关理论。 

在许多促进创新率的方法中，员工的创新性对于实现组织目标和高企业绩效

起着关键作用 (Afsar et al., 2015)，在员工中产生创新行为是最好的方法之一，亦

为最为关键的人力资本，有助于企业的竞争优势，因为创新是成功地实施新颖和

有用的创造性想法的员工 (Asghar, Gull, Xiong, Shu, Faraz, & Pervaiz, 2023)。显然，

需要更多的是注意深入的机制和过程之间的匹配 (合适的) 员工的价值观和他/

她的工作和组织工作相关的行为，例如：创新行为特征影响。为了建立一个更完

整的理解及其对积极影响人与组织匹配与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将有着重要贡献 

(Hoffman, Bynum, Piccolo, & Sutton, 2011; Tang, 2022)，特别是在中国背景的人工

智能企业之中。 

其次，职场精神力反映了员工超越自我并与之产生的一种互联性的内心体验 

(Milliman, Czaplewski, & Ferguson, 2003)。研究表明，职场精神力与创新行为关系

紧密 (Hunsaker & Ding, 2022)。而在创新的过程中，研究还表明，职场精神力作

为媒介可以进一步提高员工的创新性 (Williams, Brandon, Hayek, Haden, & Atinc, 

2017)。然而，由于创新是一种冒险行为，员工在创新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风险 (Yuan 

& Woodman, 2010)。正如研究者所言，一个人需要积极的能量来应对创新过程中

的不确定性和失败 (Ma et al., 2016; Michael, 2016)。因此，本研究通过引入积极

心理学理论，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与高新技术科研与技术员工的职场精神力在人

与组织契合和创新行为关系之间的介导作用进行实证研究，从而扩展关于创新行

为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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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领导力也是预测创新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Asghar et al., 2023)，但其

作为边界条件却鲜为人知 (Fang, Chen, Wang & Chen, 2019)。因此，了解这种过

程影响是如何发生的显得尤为重要 (Tang, 2022)。而工作领导力如何影响这种过

程从而进一步提高创新行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促进具有重

要意义 (Sovacool et al., 2022)。Nembhard and Edmondson (2006) 将包容领导定义

为积极的行为和态度，它是促使员工参与创造性工作的关键。另一方面，Aslan 

(2019) 发现，它增强了员工的创新行为，具有激励作用。反之，它还能抑制离职

意图的发生 (Yasin, Jan, Huseynova, & Atif, 2023)。正如 Atwi and Hassani (2021) 

所言，具有包容性的领导者所具备的智力和情感支持有助于形成和保持工作环境，

激励员工进行创造性行为，并且创造一个良好的组织氛围，让他们的员工继续追

随他们，继续为组织工作。同样，研究还发现包容领导能够促进企业家精神与绿

色创新意愿的关系 (Mamani, Manrique, Madrid, Herrera, Acosta, Rivas-Diaz, & 

Ramos, 2022)。正如 Zhou and Mou (2022) 所言，包容领导有助于建立员工对组织

的信心和信任，还能够确保员工对组织的持续热情。然而，包容型领导的边界条

件一直被研究者忽视 (Aslan, 2019)，因此，调查了中国人工智能与高新技术企业

中包容型领导作为调节在人与组织契合和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目的是探讨包容

型领导作为调节之具体促进效果。 

相关文献表明，员工个人与组织价值观的匹配 (或不匹配) 增加 (或减少) 了

员工态度和行为结果的影响 (Michael, 2016)。而具有较好的人与组织契合的员工

对其任务感到满意，具有内在激励，而具有内在激励的员工更有可能表现出创新

的工作行为。以往学者关于创新行为的研究都集中在个人特征的影响和情境因素

(吴金华, 全佳敏, & 李广培, 2015; Tang, 2022)。但是很少人探索交互与介导作用

对创新行为的条件 (Ma et al., 2016)。学术界也“强烈”呼吁对其他因素进行研究，

以作为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可能性先行因素 (Ma et al., 2016; Tang, 2022)。其中一

个因素就是个人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的整合 (Ma et al., 2016; Michael, 2016)。而

现有的研究缺乏对人与组织契合及其如何影响创新工作行为的良好理解 

(Michael, 2016; Tang, 2022)，特别是在中国背景的人工智能与高新技术企业范围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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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基于中国人工智能与高新技术企业情景，结合员工的价值观与

行为，探索内心体验和领导力的介导与互动效应是如何影响科研与技术人员的创

新行为。总之，本研究考察了科研人员的创新行为是如何受到人与组织契合、职

场精神力、包容型领导的影响。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在中国人工智能与高新技术企

业情景中能够更好的理解个人与组织契合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 

1.2研究目的 

因为期望得出在中国研发人员的人-环境契合和创新行为之间的明确关系。此

外，还由于创新行为并不是工作描述中明确提到的一种强制性的工作行为 (Ma et 

al., 2016)，因此，这种角色外的行为的内在动机是非常重要的 (Michael, 2016; 

Iqbal, Nazir, & Ahmad, 2022)，因此员工对自身与组织的匹配度和工作特征的体验

与领导力或许将会激励他们发起和实施创新的想法。其次，本研究测试了职场精

神力如何介导人与组织契合对创新行为的媒介效用，以及最后本案测试了领导力

如何调节人与组织契合与创新行为之间的促进效用。 

综述所述，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两者之关系，以及评估内心体验、领导力在

上述关系中的作用机制。在研究中使用定量分析方法，选择中国 9 家高新技术公

司中的科研与技术人员作为研究群体，参与者为科研与技术人员。并通过定量方

法，验证变量之间的关系与假设。因此，目标说明如下： 

1) 旨在探讨中国人工智能与高新技术企业科研人员的人与组织契合与创新

行为之间的关系； 

2) 旨在探讨中国人工智能与高新技术企业科研人员的职场精神力、包容型领

导在组织契合与创新行为之间的介导、调节作用。 

1.3研究问题 

首先因为，很少有研究探讨科研人员的工作行为，以及影响创新行为的关键

因素与进一步提高创新行为结果的作用机制尚存在争议、不足 (Schneider,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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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 2001)。因此，本研究将探索在组织环境中对上述关系的过程中，职场精

神力的中介、包容型领导的调节之作用如何？试图解析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以

及到底作用机制是否在两者之间有着何种具体效果展开研究。 

其次，不同文化差异是否会对研究产生不同的结果 (Michael, 2016)？因此，

本研究通过研究中国环境中的高新技术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这或将有助于组织研

究的知识，这也对所提出之关系具有外部效度。 

最后，鉴于人与组织契合在产生创新努力方面的潜在优势和缺陷，在当前的

文献发展中是复杂和不确定的 (Ma et al., 2016; Michael, 2016)。 

因此，以研究目的为中心，研究问题如下： 

1) 探索中国人工智能与高新技术企业科研人员的人与组织契合对创新行为

是否有正向影响？ 

2) 探索中国人工智能与高新技术企业科研人员的职场精神力在组织契合与

创新行为之间是否具有介导效果？ 

3) 探索中国人工智能与高新技术企业科研人员的包容型领导在人与组织契

合与创新行为之间是否具有促进效果？ 

1.4研究流程图 

本研究将可能会对中国高新技术公司的对人资管理带来帮助，这将有深入而

广泛的影响。研究流程如图 1.1 所示： 

 

 

 

 



7 

 

 

 

 

 

 

 

 

 

 

 

 

 

 

 

 

 

 

 

图 1.1 研究流程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绪论 

文献综述 
以往变量进行梳理和整理，发现研究空白点。 

研究模型 
根据研究空白，提出研究模型和假设 

问卷的量表设计 

结果分析 

研究的结论 

第 1章 

第 2章 

第 3章 

第 4章 

第 5章 



8 

 

 

第 2章 

文献综述 

2.1 自我和谐理论 (Ego-Syntonic Theory) 

自我和谐理论由 Sheldon and Elliot (1998) 提出，试图解释潜在动机如何影响

目标和随后的目标相关过程、行为和态度。Sheldon, Turban, Brown, Barrick, & 

Judge, 2003) 将自我决定论理论描述为“由若干个微型理论组成的宏观理论”，

包括认知评价理论和内在动机，这些理论共同断言，个体是由普遍需求 (包括从

属关系、能力和自主性) 驱动的。对能力的需求是驱动目标导向行为的一部分，

因为实现一个目标表明了能力的水平 (Sheldon & Elliot, 1999)。当这些目标是由

自主动机引起的，额外的自主需求就得到了满足 (Sheldon & Elliot, 1998)。而自

我和谐理论是这一观点的延伸，描述了自主目标是为了内在的或确定的动机而追

求的。这些目标动机的核心在于内在的、完整的自我 (Sheldon & Elliot, 1999)。

而由于他们与个人价值观的一致性，反映了个人对自治需求的满足，自治目标更

有可能实现。相反，受控目标是那些来自外部或内向型动机的目标，它们反映了

取悦他人或回应来自核心自我外部压力的愿望 (Sheldon & Elliot, 1999)。Sheldon 

and Elliot (1998) 的自我和谐理论认为，如果他或她的动机受到控制，那么他或她

可能会“……觉得自己被那些他或她不完全同意的力量所控制”。即使目标动机

源于个人的内心 (如内疚或义务的感觉)，追求目标的动机也存在于一个人的核心

自我意识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自主和受控的动机并不相互排斥；个人追求一个

目标可能有多种原因。 

此外，在自我和谐研究中，目标并不是客观地可分类的 (Liu, 2023)。相反，

两个个体可能因为不同的原因追求相同的目标 (Acevedo, Castle, Groves, Bosanac, 

Mosley, & Rossell, 2022)。因此，人们必须询问人们追求各种目标的原因，而不是

假设某些目标源于特定的动机 (Sheldon & Elliot,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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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和谐理论被认为是对传统目标设定理论的有益补充，因为它阐述了为什

么人们选择并致力于特定的一组目标 (Sheldon & Elliot, 1998)。该理论的核心命

题认为，追求自我和谐目标的个体将享有更大的目标成就和更高的幸福水平 

(Bach & Potenza, 2023)。然而，在不同的方法学 (理论) 上的挑战 (Edwards, 2008)，

这些挑战模糊了自我和谐理论的核心原则，使得测试解释机制变得困难 (Rankin, 

Conti, Touyz, Arcelus, Meyer, & Hay, 2023)。具体来说，这种差异，可能意味着自

主动机和受控动机是不独立的 (Galanaki & Malafanti, 2023)；然而，正如本案所

指出的，一个目标可能由多种动机驱动。使用这些动机之间的差异的解释会妨碍

理解激励研究人员的设计和发表下一项研究的多种驱动因素。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本研究通过假设和分析这些动机分别进行假设，因为它

们与合适的感知和动机链中的其他概念有关。下文将详细描述：本研究的模型将

人与组织契合与两种被提议的机制 (预测的路径)：再结合职场精神力与包容型领

导以联系起来。根据自我和谐理论的原则，本研究将动机定位为人与组织契合的

感知，职场精神力与包容型领导在动机驱动的动机的目标和目标实现、以及在随

后的契合感和最终的创新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与调节作用。 

Schneider et al. (2001) 认为，个人更有可能留在适合自己的组织中，这意味

着合适的个体也会更满意，并更好的创造自己的工作。认知失调理论 (Festinger, 

1962) 和自我知觉理论 (Bem, 1967) 都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感知到的一致性比

不一致性更令人满意。组织价值观从根本上与心理认同和意义联系在一起 

(O'Reilly et al., 1991)，往坏了说，他们的工作经历破坏了他们的价值观。相反，

员工往往会更积极地评估自己的工作 (Ryan, 2005)。 

而期望动机发挥作用的机制是精神力 (Bandura, 1986)，它是员工超越自我并

与之产生的一种互联性的内心体验 (Milliman et al., 2003)。根据 Bandura (2005) 

的研究，尽管有几种方法可以提高效率，但最有效的方法是主动掌握，或者是重

复的接近完成目标或任务的经验。而当一个人有追求目标的自主动机时，主动性

掌握应该得到加强，因为他或她可能会持续努力实现目标，从而促进专业技能的

发展 (Callahan, Brownlee, Brtek, & Tosi, 2003)。此外，当遇到障碍时，他们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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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将会持续，因为个人不愿意放弃内在激励目标 (Sheldon & Elliot, 1998)。在逆

境中坚持为提高效能提供了额外的机会，因为个人可以从克服障碍中获得与众不

同的体验 (Milliman et al., 2003)。因此，具有超越自我并与之产生的一种互联性

的内心体验应该导致更大的努力，在失败面前坚持不懈，增强克服障碍的信心，

所有这些都应该增强个人的创新行为。 

相反，那些因为别人的愿望或来自核心自我之外的力量而追求的目标 

(Sheldon & Elliot, 1999)：在面对障碍时不太可能得到持续的努力。当遇到障碍时，

受控的有动机的目标比自主的有动机的目标更有可能被放弃或更少努力地追求。

Sheldon and Elliot (1999) 指出，由于控制目标的轨迹位于一个人的核心自我意识

之外，“当遇到障碍时，他们背后的意志力量可能会减弱。”“当目标被放弃时，

几乎没有机会从经验中学习，也不太可能发生主动控制 (Bandura, 2005)，抑制了

自我效能的发展。”此外，由于实现目标的回报位于核心自我之外 (而不是在享

受或掌握任务本身)，因此，在外部驱动目标的条件下，诸如作弊、避免寻求帮助

和自我设限等策略已被报道。使用这些替代策略表明，受控动机可能与实现目标

的效率低下有关。此外，尽管受控动机也可以是自主的，但如果不是这样，它们

可能与个人想要完成的目标背道而驰。正是这第二个因素把原本可能是中立或无

关的东西变成了负面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事先就知道放弃目标是很有可能的，而

且可能是出于有控制的动机而抵制目标，那么有效性就会降低。 

而期望动机发挥作用的第二种机制是包容型领导，它指的是是指领导者的行

为和态度 (Nembhard & Edmondson, 2006)。Mamani et al. (2022) 注意到“在组织

中员工与领导的关系质量会促进行为的提升”，这描述了领导力驱动员工的内在

奖励。Robert (1959) 用效应动机这个术语来描述个人有效应对世界的基本需求。

当这种需要通过完成一个目标而得到满足时，不管它最初的动机是什么，满足就

会产生。此外，在工作中经常有与目标完成相关的外部与内部强化，如同伴和主

管的认可与支持 (Mamani et al., 2022)；又如乐观；这有助于满意度的建立 (Locke 

& Latham, 1990)，以及激发随后的创新行为 (Ma et al., 2016)。 

换而言之，人与组织契合与创新行为之间都可能存在一种联系的心理机制。



11 

 

而从认知信息处理的角度，这涉及到体验与领导力。认知信息处理的灵活性是指

在处理数据和解决问题时转换视角或接受不同视角的能力 (Isen, 2002)。而职场精

神力高的人在认知信息处理方面是灵活的，并参与资源和信息重组的过程 

(Chang & Farrehi, 2001)。此外，包容型领导，一个积极的影响，可以提高灵活的

认知，解决问题的信念能力，以及同时考虑多种因素 (例如，人与组织契合) 的

能力和现实地处理任何必要的情况 (Isen, 2002)。因此，在内部驱动的条件下，职

场精神力与包容型领导在与人与组织契合和创新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了一

个人可以提高灵活的认知，解决问题和参与创造性认知过程的能力，可以更好的

进一步提高创新行为的结果 (Michael, 2016)。 

2.2 人与组织契合 (Person-Organization Fit) 

2.2.1. 人与组织契合的定义 

相互影响的心理学假设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行为，这符合 Lewin 

(1938) 众所周知的公理  (Palframan & Lancaster, 2019; Pattnaik et al., 2023; 

Pratama et al., 2022)。包括社会环境的影响基于人的主观经验 (Fiske & Taylor, 

1991)。同样，需求-压力理论支持交互心理学的假设和测量现实主观经验的价值。

此外，它表明行为都取决于个人的需求或目标的个体所感知的环境是否能够满足

这些需求或满足这些目标 (Pervin, 1989)。这些想法是一致的，因为人类行为是一

个联合的人与环境的函数 (Pervin, 1989)。 

而使用人与组织契合理论可以追溯到 Argyris (1957) 的在扩大就业和参与式

管理的研究中，Argyris (1957) 声称个人和工作要求之间的不一致可能是激励的 

(Argyris, 1964)。然而，太多的不和谐会让人昏昏欲睡，缺乏动力。虽然大多数理

论都假设个人应该适合组织，但 Argyris (1964) 主张让组织适合个人。他假设，

重组组织，让个人有更多的控制和决策减少不一致，应该会产生有益的结果 

(Argyris, 1964)。 

人与组织契合的经典定义，由 Kristof (1996) 提出，他将人与组织契合定义

为“人们与他们工作的组织之间的兼容性”。一个人和组织环境需要有相似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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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人与组织契合可以定义为与组织的文化建立兼容性 (Lau, Mclean, Hsu, & 

Lien, 2016)。本质上，人与组织契合理论认为，组织的某些特征具有与个体特征

相一致的潜力 (Pervin, 1989)。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人与组织契合涉及个人与其组织

之间的兼容性，但这种兼容性的确切性质在处理人与组织契合时造成了许多混乱 

(Kristof, 1996)。从 Kristof (1996) 的人与组织契合定义可以发现：人与人之间的

兼容性和组织发生在：1. 至少一个实体提供的其他需求；或者 2. 他们分享相似

的基本特征；这一定义侧重于个人与整个组织的契合度，而不是特定的工作、职

业或群体 (Kristof, 1996)。它考虑到个人和组织之间可能发生的两种类型的关系，

组织和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需求的满足做出了贡献或者组织和个人有相似的特征 

(Kristof, 1996)。 

人与组织契合已经通过多种方式被提出，包括价值一致性、目标一致性、需

求-供给一致性和需求-能力一致性 (Kristof, 1996)。价值一致性是人与组织契合最

常被评估的维度，它涉及组织价值与组织员工价值的相似性 (Kristof, 1996)。

Schneider et al. (2001) 的吸引-选择-消耗框架也将目标一致性作为人与组织契合

匹配的一个重要维度。根据吸引-选择-消耗框架，个人会被那些目标有助于实现

个人目标的组织所吸引。因此，目标一致性涉及组织的目标和组织的员工的目标

之间的相似性，它被期望与个人目标的实现 (如工作绩效) 和个人态度(如承诺) 

相关 (Hoffman & Woehr, 2006)。此外，Munchinksy and Monahan (1987) 区分了需

求-供应-适应和需求-能力-适应。需求-供给的契合度可以根据组织满足个人需求

的程度来确定，而需求-能力的契合度则是根据个人的特点来确定组织的需求 

(Hoffman & Woehr, 2006)。 

在此后的研究中，Cable and Judge (1996) 基于 Kristof (1996) 的理论，将人

与组织契合定义为个人与组织的价值一致性程度。此后，Cable and Derue (2002) 

又在先前的基础上将需求-供应契合、需求-能力契合纳入人与组织契合的定义中；

个人-组织契合：定义为价值一致性；需求-供应契合，是指组织能够满足员工内

外在的需求；需求-能力契合，是指一个人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经验能够满足工

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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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 Cable and Derue (2002) 的定义，人与组织契合是指个人与组织

的价值一致性程度。 

2.2.2 人与组织契合的衡量 

人与组织契合文献中的混乱也源于用于衡量人与组织契合的各种方法。在对

人与组织契合文献的综合回顾中，Kristof (1996) 将人与组织契合测量中的差异分

为三类:主观契合、感知契合和客观契合。这些方法之间的主要共同点是，这三种

方法都评估了个人特征和组织特征之间的差异。然而，在这三种方法中，用于获

得这种人-组织差异度量的方法差异很大。 

可以说，主观契合测量包括直接询问个人其特征与用人单位特征的匹配程度。

也就是说，主观契合测量不涉及对个体或环境特征的明确测量。相反，受访者被

假定对组织潜行有一个心理表征，并认知地检查他们的个人特征和他们对组织潜

行的感知之间的一致性 (Edwards, 1991)。 

感知契合测量要求个体描述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对组织特征的感知 

(Hoffman & Woehr, 2006)。然后，通过评估被调查者的自我描述与该被调查者对

组织的描述之间的差异来计算契合度。知觉契合在概念上与主观契合相似，因为

两者的契合都是作为个体的自我形象与同一个体对组织的感知之间的差异来运

作化的。感知契合和主观契合的主要区别在于感知契合测量明确要求受访者通过

问卷描述自身特征和组织特征;主观契合测量通过询问受访者如何使用自我报告

项目来评估人与组织契合 (Hoffman & Woehr, 2006)。 

感知的和主观的契合可以与客观的契合相比较，客观的契合要求一个人描述

他或她自己的特征，然后要求其他组织成员描述组织的特征。通常，组织成员对

环境看法的一致性随后被评估 (Chatman, 1989)。只要组织成员对组织特征的性质

达成了一致，组织成员的响应就会被组合起来，形成组织气候的度量。契合度随

后被运作化为个人自我描述与整体组织氛围之间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主观契合以直接的方式询问员工，他们认为自己的特征与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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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有多匹配。感知人与组织契合测量要求一个人描述他或她自己，并在相似的

维度上描述组织；然后根据这两种描述构造一个契合测度。客观契合测量法要求

这个人描述他或她自己的特点，然后要求其他人在相同的维度上描述这个组织；

拟合契合是由这两个描述构成的。这些是测量同一构念的完全不同的方法，以前

研究中任何不同的结果都很容易归因于测量契合度的方法有所差异。 

在主观契合的衡量中，最初人与组织契合：Kristof (1996) 提出了关于人与组

织契合最经典的模型。他将人与组织契合分为一致性契合和互补契合，一致性契

合主要指人-价值契合。随后，Cable and Judge (1996) 基于 Kristof (1996) 的量表

开发了人与组织契合衡量工具，个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度单维度，3 题。三项目

比额表的内部一致性估计结果为 0.87。此外，事后分析表明，单项测量对工作结

果的预测与三项测量相同 (Cable & Judge, 1996)。后期，Cable and Derue (2002) 将

互补契合分为需求 -能力契合  (Cronbach’s α = 0.89) 和需求 -供给契合 

(Cronbach’s α = 0.89)。而Ma et al. (2016) 亦支持 Cable and Derue (2002) 的人与

组织契合的维度与测量。 

本研究使用 Cable and Derue (2002) 的人与组织契合维度，分为个人-组织契

合、需求-供应契合、需求-能力契合 3 个维度，分别有 3 题，共 9 题。 

2.2.3 人与组织契合的相关研究 

个人与组织契合被期望与各种态度和行为结果相关，在 Hoffman and Woehr 

(2006) 的研究综述中表明，人与组织契合被与离职意图、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

显著关联。人与组织契合也被认为是行为结果的重要前提，例如：Kristof (1996) 认

为人与组织契合可以预测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和人员流动的显著差异。在随

后的研究中，Afsar et al. (2015) 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明人与组织契合显著预测创

新行为。上述学者的研究对人与组织契合和行为结果的影响的研究产生了混合的

结果。 

人与组织契合隐含了对组织忠诚的含义 (Brown, 2000)。人们在具有一致价

值观的组织中工作时，会获得社会认可。因此，高人与组织契合的员工强烈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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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组织，并对组织的价值观和目标的信念能力的提高带来帮助 (Cable & 

Derue, 2002; Michael, 2016)。因此，人与组织契合增加了参与角色外绩效的动机，

比如提出改进建议 (陈秀珍 & 陈加洲, 2011)。基于高人与组织契合的士气提升

可以激励员工通过解决低效和探索创造性的方法的自我信心来为组织的改善做

出贡献，人与组织契合对与员工创新信念的作用显得十分重要 (Michael, 2016) 。 

相反，不匹配或低人与组织契合会降低员工的创造力，因为创造力代表了对

现有规范和现状的偏离 (Michael, 2016)。在多样性文献中，个体和团队的创造力

可能受到相似性或适合性的潜在危害，异质性被认为是创造性参与的关键驱动因

素 (Choi, 2004)。多元价值观点认为，个体属性的不匹配或差异对创造力有积极

的影响，包括价值观和个人性格 (Hoever, Knippenberg, Ginkel, & Barkema, 2012)。

成员之间的差异可以减少一致性和遵从性的规范压力，从而帮助组织避免僵化和

停滞 (Vogel, Rodel, & Lynch, 2016)。这些来自多样性文献的发现表明，不匹配或

低人与组织契合可能通过将员工束缚在当前的实践和常规中而对创造力产生负

面影响。员工更有可能挑战现状，并推动现有的方式做事情的新方向时，他们的

人与组织契合适合低比它是高 (Seong & Choi, 2019)。 

综上所述，有鉴于人与组织契合在产生创造性努力方面的潜在优势和不足。 

2.3 创新行为 (Innovation Behavior) 

2.3.1 创新行为的定义 

早期，学者认为创新行为是指在工作角色、团队或组织中有意地产生、引入

和应用关于产品、过程和程序的新思想，以使角色、团队或组织的绩效受益 (West 

& Farr, 1991)。而个体创造力是创新的起点，因此，术语“创造力”和“创新”

可以互换使用 (West & Farr, 1991)。此后，学者们已经对这些术语的定义进行辨

析，认为：“创造力”与关于产品、服务、组织程序和过程的新思想的产生有关 

(Mumford & Gustafson, 1988)，而“创新”与新思想的产生、采用和实施有关 (Kanter,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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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创新行为只与产生新思想有关，而创新行为不仅与产生新思想有关，还与

采纳他人对工作单位或公司的新思想有关 (Yuan & Woodman, 2010)。此外，有学

者指出，创新行为包括在工作环境中创造性思想的产生和实施 (Scott & Bruce, 

1994)。 

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系列的过程，首先要对问题产生认知，然后产生创新的

想法，并与其他有创新想法的人合作，之后他们将想法转化为行动 (Kanter, 1988)。

而 Scott and Bruce (1994) 提出，它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在第一个阶段，这种行

为从引入有用的和新颖的想法开始。个人创新的下一个阶段是创意推广，在这个

阶段中，个人通过参与社会活动来寻找能够帮助实现新创意的赞助者、支持者和

支持者。创新过程的最后阶段是想法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想法被应用到工作

角色、团队或组织中 (Scott & Bruce, 1994)。 

关于创新行为，可以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一场辩论是关于个人是否生来就

具有创造性和革新的倾向，或者是否可以培养这种技能 (Zopiatis & Theocharous, 

2018)。一些人认为这些品质与个人的个性特征直接相关，正如流行的五大人格 

(Costa, Jr, & Mccrae, 1989) 所定义的那样。特别是学者 Sung and Choi (2009) 认为，

外向性 (定义为能量，以及寻求刺激和他人陪伴的倾向) 和开放性 (定义为对艺

术、情感、冒险和不寻常想法的欣赏；富有想象力和好奇心) 具有更强的创造力

和创新能力。接受这一理论范式意味着承认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仅限于“少数天才” 

(Zopiatis & Theocharous, 2018)。一个自然的结论是，只有那些拥有天赋的人才有

能力为组织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Zopiatis & Theocharous, 2018)。 

本研究使用 Scott and Bruce (1994) 的定义，是产生新颖和有用的想法一系列

的创新过程的方法。 

2.3.2 创新行为的衡量 

Scott and Bruce (1994) 设计创新行为工具 (6项)。量表的 Cronbach’s α可靠

性为 0.91、(χ2/df = 2.22, RMR = .003,SRMR = .03, CFI =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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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是，有部份学者认为创新是一个多维结构，学者们根据不同的特征提

出了许多不同的分类 (Huse, Neubaum, & Gabrielsson, 2005)。例如：Janssen (2000)

提出的，创新想法的产生、构想、实施，3因子模型。还有 Hjalager (2010) 提出

了产品或服务、过程、管理、管理和制度五大类。而中国学者发现创新行为包括

产生想法和实施想法 (Ma et al., 2016)，并通过两个变量来衡量员工的创新行为：

产生创新的想法和实施创新的想法。 

本研究将使用 Scott and Bruce (1994) 的量表，6 题。 

2.3.2 创新行为的相关研究 

组织创新是一个潜在因素，可以帮助企业生存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它被

认为是实现组织成功和竞争力的手段之一，因为它帮助组织超越竞争对手，激发

客户和建立新的产品组合 (Mussner et al., 2017)。因此，今天的组织需要能够为创

新绩效做出贡献的员工有更多的创造性和新奇的想法。Mussner et al. (2017) 认为，

不仅组织受益于员工的创新行为，员工也受益于自身的创新。从事创造性活动的

个体有机会发展他们的能力和任务掌握 (Amabile, 1996)。由于组织对创新型个人

的需求很高，每个组织都试图留住创新型的人，因此，创新在个人和组织层面的

重要性已经被以往的研究广泛认可 (Niu, 2014; Dedahanov, Rhee, & Yoon, 2017; 

Mussner et al., 2017)。 

此外，Dedahanov et al. (2017) 认为，组织创新的基础在于引入、修改和实施

想法的个人。因此，组织依靠员工的创造力和创新性来提高组织的创新绩效，而

领导力对创新行为是重要的因素。领导力在解释创新行为之间的联系方面起着重

要的作用，领导者可以通过指导和评估员工的工作并控制他们对资源和信息的访

问来表达他的直接影响 (Gupta & Singh, 2013)。一般来说，领导力的本质在于通

过创造工作环境来影响员工参与创造性努力的意愿 (Anderson, Dreu, & Nijstad, 

2004)。积极的领导力可以看作是环境激励的一种形式，这种激励在整个组织中广

泛存在，并得到下属的认可 (Gupta & Singh, 2013)。 

实证研究发现，包容型领导显著影响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激励作用 (Aslan, 



18 

 

2019)。而人与组织契合也被发现显著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Afsar & Rehman, 2015)。

同时，职场精神力还被发现能够有效地提高心理功能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 

(Kurland & Gilad, 2015)。 

而通过吴金华 et al. (2015) 的科研人员创新行为的元分析发现，有几个因素

对创新行为有益，如个体因素 (特质、心理状态、价值观)、工作特征 (工作时间、

要求、自主性等)、组织环境 (组织文化、战略、领导力)、社会环境 (社会资本、

网络、支持)。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创新行为有积极影响。在这些在与创新行为近期

的研究中，Afsar et al. (2015) 的实证研究发现人与组织契合可以显著预测创新行

为。然而，这一结论却尚未在中国环境下得到验证。 

2.4 职场精神力 (Workplace Spirituality) 

2.4.1 职场精神力的定义 

职场精神力有多种定义，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例如：Ashmos and 

Duchon (2000) 的定义，职场精神力是由一种内在的生活驱动的，这种生活赋予

他们的工作以意义，并在社区领域中给人一种完整和快乐的感觉。类似的还有，

Giacalone and Jurkiewicz (2003) 的定义，即在工作场所精神是一个组织价值观体

现的文化，促进他们的被连接到别人的方式提供完整的感觉和快乐。此外，还有

Marques, Dhiman and King (2007) 提出的，职场精神力是工作过程中参与者之间

相互联系的体验，由真实性、互惠性和个人善意发起，产生于本组织工作固有的

深刻意义，并带来更大的动力和卓越的组织。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职场精神力范式——现代主义与精神主义：Biberman and 

Whitty (1997) 描述了个人和组织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范例——现代与精神。现在将

简要讨论这些问题。在过去的 100年里，大多数组织的设计和管理都使用了一种

主要基于逻辑和机械的范例——种重视理性和“科学”原则的范例，这将被称为

现代范例。模式假定人们可以科学地测量和基于知识的分类和其他特征，某些人

是领导人而其他人是追随者 (优势与劣势) 或其他变化，组织、甚至整个世界，

在合理的法律运行，发现决定组织运行的唯一正确方法。这种模式催生了科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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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就业测试和就业指导培训等组织实践。这两种范例可以在个人经理和组织级

别上进行比较 (Marques, Dhiman, & Biberman, 2011)。在个体层面上，人赋予现代

管理模式将为刚性的态度和信念的本质，其他管理人员、上级和下属、和一组处

理他们每个人的行为模式。他们还可能为自己和他人建立并遵循特定的程序或行

为规则，并抗拒改变。他们试图把自己的决定完全建立在逻辑和理性的基础上，

不赞成使用直觉和情感的表现。他们的缺乏信念很可能导致他们不信任他人，并

使用各种权力和政治策略来确保自己的权力基础，他们也很难把权力下放给别人 

(Marques et al., 2011)。 

从精神范式的角度运作的人将对变化持开放态度，对他们的生活有目标感和

意义，欣赏他们如何与一个更大的整体相联系，并对他们自己的精神力有个人的

理解和表达 (Hunsaker & Ding, 2022)。与稀缺信念相反，他们拥有所谓的“丰富”

心态，即所有人都拥有丰富的资源，因此没有必要为之竞争。他们也更有可能信

任他人，分享信息，与团队和同事合作完成共同的目标，并授权给他们的同事和

组织层级中低于他们的人。他们更有可能使用直觉和情感来做出决定，他们也更

有可能在冲突情况下使用双赢的合作策略 (Marques et al., 2011)。 

按照现代范式运作的组织具有严格的官僚结构和等级指挥链 (Marques et al., 

2011)。他们更有可能使用正式的沟通渠道，为组织中的每一项活动和职位制定非

常正式的政策手册和程序。他们更关心的是遵循政策和程序，而不是取悦内部或

外部客户。对资源稀缺的信念导致组织单位之间对预算、人员和其他资源的竞争，

并导致单位之间的政治和权力斗争 (Marques et al., 2011)。相反，从精神范式运作

的组织将被期望有更平坦的组织结构和相对变化更大的开放性。他们对丰富资源

的信念将导致组织各单位之间更大的相互联系与合作，并使本组织各级工作人员

获得权力。这些组织将不相信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我，而更关心与环境和谐共存，

从而更支持生态和环境，更关心满足内部和外部客户的需要。这些组织将更有可

能鼓励创造性思维和各组织单位共同努力，为本组织建立和完成相互商定的任务

说明和目标 (Marques et al., 2011)。 

而在职场精神力理论的权威，Milliman et al. (2003) 认为职场精神力是员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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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工作、团队和组织价值观感知后，进而超越自我并与之产生的一种互联性的

内心体验。有三个维度：工作意义、社区意识和一致的价值观。一个人的内在自

我以他的工作为导向，在工作环境中与社区的互动被称为工作场所精神力。工作

的意义是员工的互动与他们的日常工作符合他们的个性、有动力、能实现、且希

望参与任务，这将赋予他们生活的意义。组织设置了每个成员都能接受的规范和

价值观，环境的突然变化影响了组织价值观。Milliman et al. (2003) 认为满意度最

重要的因素是组织价值观 (一致的价值观)。这个维度是关于组织价值与同伴价值

之间的联系，而这种一致性表明了一个人的价值，这对社会梦想的贡献更重要 

(Milliman et al., 2003)。 

值得注意的是，职场精神力不是关于宗教，也不是关于让人们转变成一个特

定的信仰体系，而是基于个人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深深扎根于联系感、意义、目

的、宽容和开放的思想之中 (Laabs, 1995; Afsar & Rehman, 2015)。 

本研究认同 Milliman et al. (2003) 的职场精神力的定义，是员工超越自我并

与之产生的一种互联性的内心体验。 

2.4.2 职场精神力的衡量 

本研究将工作场所的精神力工具分为以下二类：表现量表，发展量表。表现

量表涉及普遍的宗教或精神价值取向，揭示具体的表现形式，现象学经验，不考

虑特定的传统，表达一个人的价值观和相应的动机。发展量表涉及参与者内部的

发展水平，涉及一系列成熟行为，和/或新生或发达的宗教/精神期望。坚持尺度

涉及宗教，精神或传统信仰的真实依从性，以及对特定宗教或精神传统的实践的

整合，而不考虑成熟度。 

2.4.2.1 表现量表 

1) 精神健康 (Paloutzian & Craig, 1982) 

精神健康审查心理和宗教方面。宗教层面关注的是一个人如何看待与上帝有

关的福祉。心理维度关注的是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和参与者周围的人的福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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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 (宗教福祉) 是指一个人与上帝相关的幸福感。另一个 (存在的幸福) 指的

是一种生活目的和生活满足感，没有任何具体的宗教信仰“。这种量表并不关注

精神成熟，因为这些被各种宗教或信仰社区所禁止;相反，它通过评估与自己之外

的事物相关的幸福来关注超越。 

2) 宗教指数 (Koenig, Parkerson, & Meador, 1997) 

该量表衡量宗教性，因为它涉及组织或非组织环境，以及考虑内在的宗教信

仰。这个量表的开发是为了获得一个全面的，非攻击性的量表来衡量宗教信仰。

这些项目是由 458名医疗患者确定的。规模很短，仅包含五个问题。前两个问题

衡量的是宗教的组织维度。另外两个问题衡量的是宗教的非组织层面，其次是关

于内在宗教信仰的最后一个问题。 

3) 工作中的精神 (Ashmos & Duchon, 2000) 

该量表的开发是为了衡量工作场所的精神力。精神力中与工作场所密切相关

的三个方面是内心生活，有意义的工作和社区。该工具衡量个人感知和组织感知， 

规模的组织方面涉及人们如何识别组织的使命，价值观和目标。该量表的目标是

了解精神力如何为更具生产力的工作组织做出贡献。 

2.4.2.2. 发展量表 

1) 职场精神力量表 (Milliman et al., 2003) 

前文中，职场精神力已经在研究中得到检验，Milliman et al. (2003) 的研究是

第一批通过三个工作场所精神维度 (有意义的工作、社区意识、价值取向) 测试

工作场所精神。我们的研究采用了 Milliman et al. (2003) 的测量方法，因为它已

经被许多研究人员使用和验证。使用 Milliman et al. (2003) 的测量方法的原因是，

先前形成的精神性超验维度与个人的生活有关，它们可能不能真正解释他们在组

织中的工作态度和行为，尤其是创新行为。 

有意义的工作并不是一个新概念，Hackman and Oldham (1980) 确定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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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意义所必需的三个核心工作特征，即“技能多样性、任务同一性和任务意义”。

“精神性观点认为，工作不仅仅意味着有趣或具有挑战性”，而且还意味着“通

过寻找有意义的工作来表达一个人内心的生活需求”。第二个维度是社区意识，

最早由 Ashmos and Duchon (2000) 提出。他们认为，对许多员工来说，工作代表

着一种社区形式，人们在工作中寻求这种联系感。社区意识还包含了这样一种观

点，即这些联系发生在更深层的内在层面。第三个维度是价值取向，Ashforth and 

Pratt (2003) 的研究表明，当员工和组织在价值观、信仰和实践方面有更大的一致

性时，两者都有可能产生积极的结果。在职场精神文学中，价值取向包括“一个

人的目标比自己更大，应该为他人或社会做出贡献”的观点 (Ashforth & Pratt, 

2003)。 

Milliman et al. (2003) 以受访者在各行各业的非营利组织工作的人员，包括学

生和职员等。提出 3 个维度，工作意义、社区意识和一致的价值观。简要地列出

了使用的每个度量的源和系数量表的 Cronbach's α，有意义的工作。这个量表包

括 6 个项目。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为此，作

者提出了七个研究项目。衡量“社区条件”的量表，其中包括了更多评估社区有

利条件的项目。为这项研究而制定的社区量表关注的是工人所体验到的社区感，

而不是社区的有利条件或结果。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是 0.91。与组织价值观

保持一致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是 0.94。总体上，可靠性较强，各分量表的系

数 Cronbach's α 在 0.88 ~ 0.94 之间。利用所确定的潜在因素对每个多项目量表进

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总的来说，这些结果表明，该量表是一个适合所有使用情况

的量表 (Milliman et al., 2003)。 

考虑到经典与适应性多方面考虑，本研究使用 Milliman et al. (2003) 的职场

精神力结构，分为工作意义、社区意识和内在生活联系。 

2.4.3 职场精神力的相关研究 

为了更好地理解工作中的行为，应该从身体、心理和精神层面研究个体。尽

管人们对工作中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层面进行了广泛研究，但多年来一直忽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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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 (Freda & Klerk, 2014)。当然，一些先驱性经验也为相关研究带来了帮助。

例如：Williams et al. (2017) 的研究证实，职场精神力作为媒介可以进一步提高员

工的创造力。然而，在中国背景下，职场精神力是否可以进一步提高科研与技术

人员的创新行为却还尚未被证实。因此，本研究以科研与技术人员的内心体验作

为中介。 

2.5 包容型领导 (Inclusive Leadership) 

2.5.1 包容型领导的定义 

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提出的 Nembhard and Edmondson (2006)，它指的是领导者

的行为和态度，态度是鼓励和欣赏下属的贡献。行为是邀请和欣赏他人的输入，

从而帮助形成他们的团队成员的信念，即他们的声音是真正有价值的 (Nembhard 

& Edmondson, 2006)。可以看出，Nembhard and Edmondson (2006) 关注的是领导

者对他人贡献的兴趣，这种兴趣激发了个人的欲望，使他们既想成为领导者，又

想因其独特性而受到重视。因此，具有包容性的领导者试图让其他人参与决策，

否则他们的声音可能会被忽视  (Atwi & Hassani, 2021; Asghar et al., 2023; 

Katsaros, 2022; Zhou & Mou, 2022)。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 Carmeli, Palmon and Ziv 

(2010)，他们关注领导者的包容性，也就是说，领导者表现出包容的行为，通过

开放、可用和可接近的方式，邀请追随者分享他们的观点、观点和意见。 

不同的是 Pasamar and López (2016) 所提出的定义，他们认为包容型领导是

一种关系，可以实现互惠互利。改进决策，实现所需结束是它的目标之一，不依

赖于一个人的能力。它还提供了一种促进输入和输出公平性的氛围。包容性的领

导尊重竞争和合作，这是参与过程的一部分。包容型领导包含这些特征和能力，

尊重团队成员及其个性、对他们的贡献表现出意识，并给予关注公平、有小组讨

论目标，倾听别人的意见、决定需要什么样的表现来达到这些目标，并给予反馈

进展他们的成就、促进前瞻性的方法，而不是只回顾过去、履行职责，履行自己

的职责，因为这是由他人决定的、尽可能多地开放，通过诚实的沟通来培养信任

和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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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重要的关系型领导风格，与参与型领导有关，参与型领导包括与追

随者的协商和共享决策机制的使用，以及变革型领导的某些方面 (Pasamar & 

López, 2016)。包容型领导者不同于这些结构，因为它明确地关注以地位或权力差

异为特征的情况，并关注承认他人观点中多样性价值的行为  (Nembhard & 

Edmondson, 2006)。包容型领导者不同于参与式领导，因为它反映的是，当团队

中所有成员的观点可能被忽视时，他们会特别重视团队中所有成员不同的、往往

是相互冲突的观点和想法的行为 (Nembhard & Edmondson, 2006)。 

可以说，包容型领导也不同于变革型领导，而变革型领导挑战现有的假设和

刺激新的想法，以及提供个人的鼓励和支持，包括领导人关注特定的开放性和可

访问性的策略来创建一个动态，促进多样性的观点在集体团队目标的背景下。领

导包容性已经被确立为团队中重要的领导行为，在不同的团队中尤其重要 

(Katsaros, 2022)。 

本研究使用 Nembhard and Edmondson (2006) 的包容型领导定义，它指的是

领导者的行为和态度；其中行为是邀请和欣赏他人的输入，从而帮助形成他们的

团队成员的信念，即“他们的声音是真正有价值的”。  

2.5.2 包容型领导的衡量 

Nembhard and Edmondson (2006) 的包容型领导量表，单因子倾向与态度。

行为是邀请和欣赏他人积极的想法，从而帮助形成他们团队成员的信念，即“他

们的声音是真正有价值的”；态度是鼓励和欣赏下属的贡献。 

能力理论的测量，例如：Carmeli et al. (2010) 的包容型领导能力量表，随机

选择 180名从事先进技术产品开发的员工参与研究，他们受聘于 8 个知识密集型

组织的研发单位。150名员工完成了这两项调查，回复率为 83%。他们构建了一

个 9 项指标，旨在评估包容性领导者的三个维度：开放性、可用性和可访问性。

因子分析结果产生的单因子解的特征值为 6.18，解释了 68.74%的方差。它的因素

负荷从 .51 到 .82 不等，Cronbach’s α 为 .94。对假设的三因素测量模型进行了测

试，以评估每个测量项目是否会显著地加载到与其相关的量表中。整体 CFA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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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接受符合数据 (χ2/df = 2.146)。标准化系数从项目到因素的范围从 .47

到. 98。此外，CFA 指出，各指标变量与其各自构面之间的关系显著 (p <.01)，

建立了各指标与构面之间的假设关系，从而建立了收敛效度。 

此后，Pasamar and López (2016) 开发的量表。测试了 160名有工作经验的人。

他们被要求表示某一特定行为 (通常，有时，通常，很少，很少) 描述他们最近

在领导角色中认识的人。他们也被要求这样做评价该领导在一个极尺度上的有效

性 (优秀，非常好，很好，公平)，并回答有关关系的其他问题，包括关系的持续

时间和其他背景问题。询问我对工作的看法、显示出我对自己工作的兴趣、让我

来决定我的工作、为我的工作邀功、当事情出错时，把我放在别人的前面、让评

论让我失望。最终得到三个因子：支持承认 (Support-Recognition)、自我利益不

尊重 (Communication-Action-Fairness)、安全 (Self)。 

本研究使用 Nembhard and Edmondson (2006) 的量表，将包容型领导依单维

度衡量，即领导者的行为和态度。行为是邀请和欣赏他人的积极的想法，从而帮

助形成他们的团队成员的信念，即“他们的声音是真正有价值的”；态度是鼓励

和欣赏下属的贡献。 

2.5.3 包容型领导的相关研究 

领导力一直被视为影响组织和员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领导者通过多种

方式促进员工各类结果 (Carmeli et al., 2010) 。首先，领导者可以作为榜样。其

次，领导者可以提供资源，包括时间、资金和必要的信息，更好的激励员工的努

力。第三，领导者可以激励他们的下属更多地参与到工作与思维结果的过程中 

(Carmeli et al., 2010)。而 Azanza, Moriano, Molero and Mangin (2015) 的研究关注

了领导力的重要性及其对员工保留的影响，他们提出，领导者是组织的脸面，有

助于建立员工对组织的信心和信任，他们必须确保员工对组织的政策有信心。领

导包容性在不同团队，尤其是跨专业团队中的关键作用，并表明社会身份和感知

到的地位差异是调节其对员工结果影响的关键因素 (Azanza et al., 2015)。 

此后的多项研究表明，领导者与员工的关系具有积极的影响 (Azanza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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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然而，积极地加强和激励员工对组织的贡献并不是领导者的唯一职责。组

织还必须从其行动中表明，它希望帮助领导者管理和带领他们的团队前进 (Raza, 

Gulzar, & Jabeen, 2018)。领导者有助于与员工沟通组织的积极形象，这同样适用

于那些确保支持其领导者的组织。领导者所说的，组织审查那些观念。它给组织

的领导者一种真正的代表性。因此，员工相信领导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并将其视

为组织通过领导者传达给他们的一项政策 (Raza et al., 2018)。 

当雇员们最初的期望得到满足时，他们就会对公司产生感情。第二个命题解

释了为什么个人的态度和态度会受到组织因素的影响，即心理契约，是一种关于

员工认为他们有权接受或应该接受什么的感性认识 (Robinson, 1997)。在公司结

束后，员工会感到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这影响了他们对公司的行为或态度。也

就是说，当员工觉得他们的雇主没有履行他们的义务时，他们就会表现出一定的

抵制行为，并降低自己的承诺水平，从而减少自己的义务。 

同样地，利用社会交换理论，员工对其领导有积极的看法时，会有更大的情

感性组织承诺，当员工感知到包容性的领导者为他们提供有益的资源时，他们有

义务回报领导者，回报的渴望鼓励员工努力解决问题 (Carmeli et al., 2010)。来自

具有包容性的领导者的智力和情感支持有助于形成和保持工作环境，激励员工进

行创造性行为 (Carmeli et al., 2010)，并且创造一个良好的组织氛围，让他们的员

工继续追随他们，继续为组织工作 (Galletta, Portoghese, Battistelli, & Leiter, 2013)。 

目前只有少数的研究，如 Azanza et al. (2015) 的研究，评估了领导者支持可

能增强员工行为的具体特征或行为。此外，领导力影响机制是多种多样的，需要

更多的研究来了解领导者如何促进员工的创新性。为了对这一文献体系做出贡献，

本研究试图揭示包容型领导在上述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何如，来检验包容型领导

是否有利于员工的创新行为。 

结合自我和谐理论与研究目的和假设，本研究模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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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2.6 现实意义 & 理论意义 

2.6.1 现实意义 

实践意义上来说，本研究更深入地考察了人与组织契合对创新行为的可预测

性 (Ma et al., 2016)，这将对组织更有效地管理个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和创新。在

此之外，人与组织契合、创新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给予公司有较高的可能性

引导他们走向成功 (Ma et al., 2016)。个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和创新可能支持人力

资源决策过程的增强，这也会带来更好的创新 (Ma et al., 2016)，以及更高的竞争

力，从而最终提高个人与组织双方面共赢的一个高业绩的成绩 (陈秀珍 & 陈加

洲, 2011)。 

从如何进一步提高创新行为与实践成果的角度来看，本研究中挖掘从人与组

织契合到创新行为的过程之中，职场精神力与包容型领导的重要意义，这将进一

步加深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的人资管理者与技术人员对创新行为的理解，以及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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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人资实践改善 (例如：短、中、长期培训或改革技术人员的胜任力模型) 

(Leander & Chartrand, 2017)，从而最终进一步提高技术人员的创新行为效率与水

平。因此，组织人资管理者应该重视员工的人与组织契合，这将有助于提高组织

创新力。 

2.6.2 理论意义 

虽然发现了个人资源可以改善一个人的价值观、幸福，可能会增加工作成果，

包括创新的成果 (Xanthopoulou, Bakker, Demerouti, & Schaufeli, 2007)。以及最近

作为工作要求-资源模型中的资源 (Xanthopoulou et al., 2007)，这些结果是基于员

工的感知的能力成功地管理和影响存在于广泛的文献中 (Xanthopoulou et al., 

2007; Chen & Miller, 2010)。以往许多研究将体验、领导力作为一种个人资源。然

而，从术语上讲，没有特定的体验、领导力对创新行为有利或不利。例如，在一

个长时间的工作日和一个繁忙的工作环境中，神经质的员工可能会高度创新到他

们的工作中，而外向的员工可能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外向性可能不是一种有利

于工作创新的个人资源 (Alventosa, Gómez, Molés, & Vila, 2016)。 

此外，从本质上讲，个人资源和个性/特质并不相同。个人资源可能会根据一

个人所处的环境而变化 (Hobfoll, Johnson, Ennis, & Jackson, 2003)，这可能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即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例如，思想、感觉和行为 (Lin, 

Kerstetter, Nawijn, & Mitas, 2014)。是相对稳定的一段时间，即不考虑所处的环境；

并且可能被认为是对人类状态水平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 (Chen, 2013)。换句话说，

体验、领导力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个人资源水平与工作成果 (Chen, 2016)。 

在这方面，本研究认为体验、领导力应该是独立于个人资源之外的，研究体

验、领导力对个人资源和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可能很重要，因为体验、领导

力可能会影响人们对所处环境的感知 (Chen, 2016)。这些感知可能会进一步影响

他们对成功管理和影响这些环境的能力的感觉，这反过来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创新

行为以及工作成果 (Chen, 2013)。不幸的是，应用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研究还没

有调查个性/特质对个人资源和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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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项研究有三个方面的理论意义。首先，本研究将职场精神力包容型

领导的概念引入到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研究中。由于创新在当今全球化的知识型

经济中已经变得很重要，因此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强调了员工个体因素与组织因素

(比如：职场精神力、包容型领导) 对提高创新的重要性。其次，本研究采用工作

要求-资源模型的资源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拓展了个人资源对提高创新行为

的贡献和解释能力。第三，本研究通过调查个体的体验、领导力是否存在，填补

了职场精神力、包容型领导和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文献的空白，这可能会在他们的

个人资源中 (即人与组织契合和创新行为) 的潜在影响。 

2.7 本研究创新点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与组织契合理论在管理领域引起重视 (Cable & DeRue, 

2002)。它的支持者从定性的角度讨论这个概念 (Fan, 2018)。然而，在大多数研

究中，研究者忽略了文化背景，只部分解释了西方背景下的契合现象 (Westerman 

& Vanka, 2005)。尤其是在集体主义的影响之下应该融入中国模式 (Fan, 2018)。

因此，本研究以在集体主义的影响的中国模式作为切入点的，突破以往文化差异

的束缚，阐明人与组织契合在中国环境下对技术人员的创新行为之影响。 

此外，上文中显示，很少有人探索交互与介导作用对创新行为的效应 (Ma et 

al., 2016)。学者们也“强烈”呼吁对其他因素进行研究，以作为员工创造力和创

新行为的可能先行与作用机制因素 (Ma et al., 2016; Michael, 2016)。现有的研究

缺乏对人与组织契合及其如何影响创新工作行为的研究空白 (Michael, 2016; 

Seong & Choi, 2019)。 

故此，本研究以此作为第二个突破口 (首次)，结合自我和谐理论探索人与组

织契合如何通过职场精神力的中介过程来影响创新行为。以及人与组织契合如何

与包容型领导的交互过程来影响创新行为。本研究期望这项研究能为人与组织契

合和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做出贡献，为预测科研与技术人员的创新行为提供

一个新的和有用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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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研究假设 

2.8.1 人与组织契合与创新行为的研究假设 

人与组织契合是企业获取创新的关键 (Afsar & Rehman, 2015; Risberg & 

Romani, 2022)。 

创新行为被视为是产生新颖和有用的想法一系列的创新过程的方法 (Scott 

& Bruce, 1994)。而人与组织契合则被定义为“个人与组织的契合度被定义为个人

与组织价值观的融合程度” (Kristof, 1996)，它可以影响员工的行为 (Ma et al., 

2016)。此外，组织如何提高员工创新行为的方式，是对价值观中进行有效的管理。

组织应该培养和发展积极的价值观，因为这影响着个体的创新行为 (Ma et al., 

2016)。而作为一种积极的价值观，人与组织契合通过提升员工的士气 (Michael, 

2016)，可以有效提升中国人工智能或高新企业的科研人员创新行为水平 (Ma et 

al., 2016)。因此，假设如下： 

H1：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科研人员的人与组织契合对创新行为有正向影响； 

2.8.2 人与组织契合与职场精神力的研究假设 

研究表明，人与组织契合对职场精神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Palframan & 

Lancaster, 2019)。 

职场精神力被定义为“员工超越自我并与之产生的一种互联性的内心体验” 

(Milliman et al., 2003)，它受到价值观的影响 (Palframan & Lancaster, 2019)。在商

业环境中，员工的职场精神力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因为它与员工的价值观密

切相关 (Palframan & Lancaster, 2019)。根据人与组织契合理论的互补需求-供给观

点，“当组织满足个人的需求、愿望或偏好时”将出现契合 (Kristof, 1996)，这

为将工作场所精神融入传统的工作场所提供了依据 (Hunsaker & Ding, 2022)。而

人与组织契合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观 (Pratama et al., 2022)，它可以增加员工的信念，

提升员工的内心体验 (Palframan & Lancaster, 2019)。因此，假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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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科研人员的人与组织契合对职场精神力有正向影响； 

2.8.3 职场精神力与创新行为的研究假设 

在工作中的职场精神力是一个重要的人资政策问题，因为职场精神力与创新

行为密切相关 (Williams et al., 2017)。而组织如何提高员工创新行为需要关注的

因素之一，是对心理因素中的积极体验进行有效管理，因为这影响着个体行为 

(Haldorai, Kim, Chang, & Li, 2019)。正如研究者所言，一个人需要积极的能量来

应对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失败 (Ma et al., 2016; Michael, 2016)。而职场精神

力有助于实现目标感和方向感，从而激励员工的创造力，这进一步促进了创新行

为的发展 (Pawar, 2009)。因此，假设如下： 

H3：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科研人员的职场精神力对创新行为有正向影响； 

2.8.4 职场精神力的中介效应 

研究表明，职场精神力作为媒介，能够介导创造力 (Williams et al., 2017)。 

职场精神力通常被认为是心理功能方面的一种 (Hunsaker & Ding, 2022)。因

此，内心体验被认为是促进员工表现的一种机制 (Williams et al., 2017)。相关研

究发现，心理功能与行为关联的支持，这表明有较高的职场精神力能够有效地提

高员工的创新行为 (Kurland & Gilad, 2015)。此外，先前的研究表明，积极的心

理功能因素能够在员工创新的过程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Williams et al., 2017)。

正如研究者所言，一个人需要积极的能量来应对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失败 

(Ma et al., 2016; Michael, 2016)。而员工持有对组织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能够通过

高阶的内心体验的职场精神力增强个体在创业过程中的工作意义、社区意识，这

将强化创新工作的激情与内在动机 (Williams et al., 2017)，最终提升创新行为。

因此，本研究预测内心体验的职场精神力将在人与组织契合与创新行为之间起中

介作用。据此，假设如下： 

H4：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科研人员的职场精神力在人与组织契合与创新行为之

间有中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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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包容型领导的调节效应 

研究还发现包容领导能够促进企业家精神与绿色创新意愿的关系 (Mamani 

et al., 2022)。 

包容型领导被描述为积极的行为和态度，它是促使员工参与创造性工作的关

键 (Nembhard & Edmondson, 2006)。研究发现，包容型领导这种积极的领导力可

以进一步促进员工创行行为，具有激励作用 (Aslan, 2019)。积极的领导力有助于

人们在价值观的人-组织契合、需求-供应契合、需求-能力方面获得额外的资源，

并使得人们更加努力 (Aslan, 2019)。 

而积极的领导力有助于人们在价值观的人-组织契合、需求-供应契合、需求-

能力方面的交互获得额外的资源，并使得人们更加努力 (Aslan, 2019)。而具有较

好的人与组织契合的员工对其任务感到满意，具有内在激励，而具有包容型领导

的组织则能够很容易激励员工的内在动机 (Fang et al., 2019)，更有可能表现出创

新的工作行为。因此，假设如下： 

H5：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科研人员的包容型领导在人与组织契合与创新行为之

间有正向调节效应。 

 



 

 

 

第 3章 

研究设计 

3.1 变量定义与衡量 

3.1.1 人与组织契合的定义与衡量 

使用 Cable and Derue (2002) 的人与组织契合定义，指个人与组织的价值一

致性程度。 

使用 Cable and Derue (2002) 的人与组织契合量表，分为个人-组织契合

(Cronbach’s α = 0.91)、需求-供应契合 (Cronbach’s α = 0.89)、需求-能力契合

(Cronbach’s α = 0.89) 这 3 个维度，共 9 题。 

表 3.1 人与组织契合量表 
维度 问项 

个人-组

织契合 

1. 我在生活中看重的东西与我的组织所看重的东西非常相似。 

2. 我的个人价值观与公司的价值观和文化相匹配。 

3. 我的组织的价值观和文化与我在生活中看重的东西非常契合。 

需求-供

应契合 

1. 我的工作提供给我的东西和我希望从工作中得到的东西之间有

很好的匹配。 

2. 我对工作的要求在目前的工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3. 我目前的工作几乎满足了我对工作的所有要求。 

需求-能

力契合 

1. 我的工作要求和个人技能非常匹配。 

2. 我的能力和所受的培训非常符合我的工作要求。 

3. 我的个人能力和所受的教育与工作对我的要求很匹配。 

资料来源：Cable & Deru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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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创新行为的定义与衡量 

使用 Scott and Bruce (1994) 的定义，是产生新颖和有用的想法一系列的创新

过程的方法。 

使用 Scott and Bruce (1994) 的量表，6 题，量表的 Cronbach’s α可靠性为 0.91。 

表 3.2 创新行为量表 
结构 题项 

创新

行为 

1. 就总体来言，我是一个有创新和创造性的人。 

2. 为了实现自己的构想或创意，我会想办法争取所需要的资源。 

3. 我会积极地制定合适的计划实现创新性的方法。 

4. 我经常与其他同事沟通交流自己的新想法。 

5. 我经常会产生一些有创意的点子和创新性的想法。 

6. 在工作中我会积极主动的应用新方法、技术、思路。 

资料来源：Scott & Bruce, 1994 

3.1.3 职场精神力的定义与衡量 

使用 Milliman et al. (2003) 的职场精神力定义，指员工对超越自我并与之产

生的一种互联性的内心体验。维度定义，工作的意义的定义是员工的互动与他们

的日常工作在他们的个性、有动力、有现实、希望参与任务，这将赋予他们生活

的意义，与他人，因为它变成了一个源等产生不同特征的个体幸福、满足和成就。

社区意识的定义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关系 (一致的价值观与人与组织契合变量

重叠，因此删除)。 

使用 Milliman et al. (2003) 的职场精神力量表，分为工作意义 (Cronbach’s α 

= 0.88)、社区意识 (Cronbach’s α = 0.91)，2 个维度，共 12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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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职场精神力量表 
结构 题项 

有意义的工作 1. 我可以在工作中体验到工作的乐趣。 

2. 我认为工作与生活中重要的事情都是相联系的。 

3. 我期待着去上班。 

4. 我觉得我的工作对社会有价值。 

5. 我可以理解我工作的个人意义。 

社区意识 6. 我认为与他人的合作是有价值的。 

7. 在公司中，我感觉自己是集体的一部分。 

8. 在公司中，我相信人们是互相支持的。 

9. 在公司中我可以随意发表意见。 

10. 我认为我们公司的员工都有共同的目标。 

11. 我相信员工之间是真正关心彼此。 

12. 我有一种成为家庭成员的感觉。 

资料来源：Milliman et al., 2003 

3.1.4 包容型领导的定义与衡量 

使用 Nembhard and Edmondson (2006) 的包容型领导定义，是指行为和态度。

维度定义，态度是鼓励和欣赏下属的贡献；行为是邀请和欣赏他人的输入，从而

帮助形成他们的团队成员的信念，即“他们的声音是真正有价值的”。 

使用 Nembhard and Edmondson (2006) 的包容型领导量表，此量表为倾向与

态度组合单维度，共 3 题，量表的 Cronbach’s α可靠性为 0.75。 

表 3.4 包容型领导衡量表 
结构 题项 

倾向与态度 

1. 上级领导鼓励员工采取主动。 

2. 上级领导要求属于其团队成员的建设性意见。 

3. 上级领导对他人意见的评价不认同 (反)。 

资料来源：Nembhard & Edmonds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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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方法 

3.2.1 对象和样本、数据收集 

1) 对象目前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疲软条件下技术培训水平不足，过渡时期的困难是影响创新有效性的

因素 (Niu, 2014)。企业内部的技术人员的创新管理问题是形成有效竞争力的首要

问题，如何管理与提高科研与技术员工的创新成为各行各业人员关注的热点 (Niu, 

2014)。 

另一方面，创新战略是高新技术公司所有商业活动的核心，因为它对公司的

竞争绩效有重大影响 (O'Brien & David, 2014)。企业行为理论将组织视为具有有

限理性的问题解决实体；因此，这些组织的决策者依赖于绩效反馈——期望与实

际绩效之间的偏差——作为启发式响应机制 (O'Brien & David, 2014)。根据这一

论点，绩效反馈被用来解释各种创新相关的管理行为，包括研发投资、新产品开

发和研发联盟 (Lu & Wong, 2019)。然而，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关于绩效反馈如何

影响创新行为的研究，但在这一研究流中，如何影响与提高员工的创新行为仍然

被企业认为存在不足或缺口。 

2) 电子问卷中的道德考虑 

Israel and Hay (2006) 提出，“道德有助于保护个人、社区和环境，并提供了

增加世界上善的总和的潜力。作为试图“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社会科学家，我

们应该避免 (或至少最小化) 对那些个人、社区和环境造成长期的、系统的伤害。

社会科学家没有进行涉及他人的研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继续有进行这种工

作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和社会善意的产物，这取决于我们以无害和公正

的方式行事 (Kotrlik & Higgins, 2001)。道德行为可能有助于确保一种信任的氛围，

在这种氛围中，我们可以继续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如果我们诚实和有尊严地

行事，人们可能依靠我们认识到他们的需要和敏感性，因此可能更愿意公开和充

分地对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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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形式的工作中，例如涉及隐蔽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受测者和地

点的匿名性受到保护，其他社会科学家很难 (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验证这项研

究 (Kotrlik & Higgins, 2001)。如果我们能让自己和同事确信我们的行为是合乎道

德的，我们就能更有信心相信我们所阅读和听到的工作结果是准确和原创的。我

们个人的研究工作是相互联系的地方、国家和国际活动网络的一部分。我们在彼

此的进步上循序渐进。如果其中任何一项贡献是不准确的，是不道德地获得的，

或在其他方面有问题，我们都将承担费用。不良行为不仅影响我们个人和专业的

声誉，而且影响我们个人和集体工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Israel & Hay, 2006)。 

根据尊重人的原则，要求研究人员获得参与者的知情同意似乎相对没有争议。

《研究伦理守则》旨在打击人体实验中发生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滥用行为，一般

要求研究人员首先向参与者解释其研究的性质和参与的潜在后果。然后，在研究

可以开始之前，参与者需要在充分知情和自愿的基础上同意参与研究。因此，作

为研究同意过程的一部分，本研究参考以往研究设计“知情书”，用于咨询和与

潜在参与者的沟通，并检查参与者是否理解同意过程的含义。知情书可以保护受

访者的利益，或者，它可以通过剥夺研究人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秘密研究，

来保护机构不受独立研究人员的审查 (Israel & Hay, 2006)。本研究遵循 Israel and 

Hay (2006) 的研究伦理要求，知情书将包括：被邀被试者的声明、研究的用途、

联系的人员身份信息等，具体如附录一所示。 

3) 对象与数据收集 

抽样使调查对象成为样本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参与者，获得的信息从这

些关键角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有一个理解的决策分析工具 (Tansey, 2007)。

此外，有目的抽样假定研究的目的和研究人员对人口的了解是指导这一过程的主

要驱动因素。因此本研究采用立意抽样的方法，优点是简便易行、资料回收率高

等 (Neyman, 1934)。将对中国北京的 9 家高新技术企业对象进行调查，选取测量

题项的 10倍作为样本数量 (Robson, 1997)。数据的来源是以网络电子问卷完成的 

(Tansey, 2007)，这种方法有着成本较低、快速、跨越地域等好处 (Smith, Thorpe, & 

Lowe, 1991; Ekhlasizadeh, 2010)。问卷的测量等级使用 5点测量 (Likert,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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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情况下，5点测量更容易让受访者理解。因此，本研究使用 5点测量设计

的问卷。 

通过电子问卷向样本发送问卷，调研参与者目前均从事技术与研发工作的在

职员工，他们都属于高新技术公司的雇员 (Tansey, 2007)。本研究提供了标准化

的程序，在问卷的开始去帮助参与者了解调查目的 (Tansey, 2007)。本案使用匿

名的方式向被调查者，这样他们就可以诚实地回答。此外，在每次发放问卷的场

景中，问卷的发起者会向参与者解释研究背景和具体情况。 

3.3 从业者的依据 

根据 Stenhouse (1975) 的说法，应该通过深入的询问来测试专业知识，并由

相关的专业团体进行验证。因此，为了确保对样本的研究，出于有效性的目的，

科研与技术人员需要参与研究过程。考虑到在企业中进行科研与技术人员群体研

究的上述要求，本研究选择了定量方法。期望通过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获得

对这些人员创新行为影响的一系列可接受的研究结果。在这项研究中，科研与技

术人员的角色主要是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参与方法论和数据分析的设计。研究的

数据分析是通过 SPSS、AMOSS软体进行的。 

但是，需要承认，定量方法的从业者研究具有许多先决条件。首先，在确保

热情，充分参与和收集有用的研究数据方面，招募科研与技术人员作为从业人员

研究人员可能会面临最初的困难。实际上，在这种特定类型的研究方法中，很难

与学术和认知的制度文化进行谈判 (Duffy, 1985)。另一方面，各种道德问题，例

如与从业者一起研究而不是向从业者研究，管理他们在合作工作中的紧张关系，

发展新的学习文化以及在专业和研究价值上遇到困境 (Duffy, 1985)。 

3.4 程序 

本研究预计将于2023年3月实施问卷采集。根据的删除法标准 (温忠麟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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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统计分析方法 

统计分析方法：人口特征分布分析、信度、拟合度、建构效度、回归、逐步

中介、调节等。使用的软体与实务将涉及 SPSS 23 与 AMOS 17 (荣泰生, 2009; 邱

皓政, 2010; 吴明隆 & 涂金堂, 2012)。 

1) 信度分析 

信度标准，指数据统一性之程度 (Devellis, 1991)。本研究使用 Cronbach’s α

信度系数法，Cronbach’s α 指测量量表内各个题目指标间的稳定性 (Devellis, 

1991) 。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以 0.7 以上为 (Devellis, 1991)，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以 0.8以上为佳 (吴明隆 & 涂金堂, 2012），认为可接受 (吴明

隆 & 涂金堂, 2012)。 

2) 效度分析 

依吴明隆 & 涂金堂 (2012) 的建构效度标准，进行聚合效度分析，聚合效

度 CR (Combinatorial Reliability, CR) ≥ 0.6，AVE (Average Variation Extraction) 

≥0.5，即认为变量或维度具有效力/内部一致性。荣泰生 (2009)的区别效度标准，

区别效度以变项的 AVE开根号值高于各个变项的相关系数，即有区分判断效力。

邱皓政 (2010) 的拟合度分析标准，总体模型指标中的 χ2/df 值≤3.00、SRMR 值

≤0.05、RMSEA 值≤0.08、IFI≥0.90、TLI≥0.90检验样本与模型的匹配程度。 

3) 回归、中介、调节检验 

(a) 回归：依 Bland and Altman (1986) 的标准，若变量间 p数值显著，则具

有因果关系，显著值 p＜0.05*、0.01**、0.001***。(b) 中介：依根据Mackinnon, 

Fairchild and Fritz (2007) 的介导效应标准 (区间不包括 0，则中介效应显著)。(c) 

调节：依 Aiken and West (1991) 的标准，将以多层次回归验证调节效应验证，判

断调节的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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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研究框架图 

在本研究中，研究探讨了更广泛的价值观、内心体验、领导力的选定元素之

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员工的创新行为。整体概念模型如图 3.1 所示，并在以下

各节中详细讨论。创新行为被认为是商业领域中重点，但未被充分的探索。 

因此，假设的模型具有选定的内心体验、领导力的介导与交互作用，因为这

种中间作用机制似乎对各种期望的成果至关重要。本研究的框架如下图所示： 

 

 

 

 

 

 

 

 

 

 

 

图 3.1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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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数据分析 

4.1人口特征信息 

共回收 603份问卷，删除 77份无效问卷 (温忠麟 et al., 2018)，有效问卷共

526份，有效率为 87.230%。人口变量基础信息如表 4.1 所示： 

表 4.1 样本基础信息分析表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性别 
男 448 85.17% 85.170 

女 78 14.83% 100.000 

年龄 

23~30岁 179 34.03 37.832 

31岁~40岁 222 42.205 76.236 

41~50岁 77 14.639 90.875 

51岁及以上 48 9.125 100.000 

现任公司任职 

1~4年 130 24.715 24.715 

5~6年 213 40.494 65.209 

7~9年 161 30.608 95.817 

10年以上 22 4.183 100.000 

年收入 

9万元及内 242 46.008 46.008 

10~15万 168 31.939 77.947 

16~20万 77 14.639 92.586 

21万及以上 39 7.414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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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样本基础信息分析表 (续)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年收入 

9万元及内 242 46.008 46.008 

10~15万 168 31.939 77.947 

16~20万 77 14.639 92.586 

21万及以上 39 7.414 100.000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从表 4.1 得知，性别变量中，男性为 448 人，百分比为 85.17%，男性数远多

于女性；年龄变量中，以 31岁~40岁的人居多，为 222，百分比为 42.205%%，

可以说明这些员工呈现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现任公司任职变量中，5~6 年的人

占多数，为 213 人，百分比为 40.494%；年收入变量中，9 万元及内的人居多，

为 242 人，百分比为 46.008%。学位变量中，以学士居多，为 283 人，百分比为

53.802%。 

4.2信度分析 

根据 Devellis (1991) 的信度标准，Cornbach’s α高于 0.7。如表 4.2 所示： 

表 4.2 信度分析表 
变数 Cronbach’s α 维度 Cronbach’s α 

人与组织契合 0.882 

人-组织契合 0.895 

需求-供应契合 0.855 

需求-能力契合 0.826 

创新行为 0.909 / / 

职场精神力 0.909 
工作的意义 0.859 

社区意识 0.902 

包容型领导 0.811 / /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从表 4.2 得知，人与组织契合、创新行为、职场精神力、包容型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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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bach’s α 值分别为 0.882、0.909、0.909、0.811，说明内部稳定性好 (Devellis, 

1991)。 

4.3效度分析 

4.3.1 模型拟合度分析 

本研究根据邱皓政 (2010) 的模型适配度进行分析，模型拟合度指数的 χ2/df

值≤3.00、SRMR 值≤0.05、RMSEA 值≤0.08、IFI≥0.90、TLI≥0.90 检验样本

与模型的匹配程度，即模型与样本匹配。如表 4.3 所示： 

表 4.3 拟合度分析表 
指标类别 统计检验量 适配标准或者临界值 总模型结果 

绝对适配指数 

c2  589.951 

df  394 

P ≥0.05 0.000 

RMR ≤0.05 0.038 

SRMR ≤0.05 0.034 

RMSEA ≤0.08 0.031 

GFI ≥0.90 0.932 

AGFI ≥0.90 0.920 

增值适配指数 

NFI ≥0.90 0.937 

RFI ≥0.90 0.930 

IFI ≥0.90 0.978 

TLI ≥0.90 0.976 

CFI ≥0.90 0.978 

简约适配指数 

PGFI ≥0.50 0.790 

PNFI ≥0.50 0.849 

PCFI ≥0.50 0.886 

CN ≥200 393 

c2/df ≤3.00 1.497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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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3 得知，总模型的 χ2/df 为 1.497；绝对适配指数中，RMR 为 0.038、

SRMR 为 0.034、RMSEA 为 0.031、GFI 为 0.932、AGFI 为 0.920；增值适配指数

中，NFI 为 0.937、RFI 为 0.930、IFI 为 0.978、TLI 为 0.976、CFI 为 0.978，各项

指数均符合标准，可以说明，本模型有着较好的一致性 (邱皓政, 2010)。 

4.3.2 收敛效度分析 

聚合效度的组合信度 (Combination Reliability, CR) 高于 0.6，即有着较好的

一致性。如表 4.4 所示： 

表 4.4 聚合效度分析表 
潜变量 显变量 Estimate S.E. C.R. p λ CR AVE 

人与组

织契合 

个人组织 1.000    0.745 

0.796 0.566 需求供应 0.976 0.087 11.272 *** 0.767 

需求能力 0.830 0.074 11.236 *** 0.744 

职场精

神力 

有意义的工作 1.000    0.801 
0.779 0.638 

社区意识 1.152 0.102 11.307 *** 0.796 

个人组

织 

X11 1.000    0.856 

0.895 0.739 X12 1.037 0.044 23.833 *** 0.873 

X13 1.025 0.043 23.654 *** 0.850 

需求供

应 

X21 1.000    0.846 

0.856 0.665 X22 0.894 0.048 18.819 *** 0.771 

X23 0.919 0.045 20.607 *** 0.827 

X31 1.000    0.815 

0.832 0.623 X32 1.071 0.060 17.841 *** 0.780 

X33 1.166 0.066 17.686 *** 0.772 

有意义

的工作 

M11 1.000    0.807 

0.863 0.558 
M12 0.969 0.056 17.156 *** 0.721 

M13 1.101 0.061 17.936 *** 0.746 

M14 1.074 0.058 18.568 *** 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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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聚合效度分析表 (续) 
潜变量 显变量 Estimate S.E. C.R. p λ CR AVE 

 M15 1.038 0.064 16.288 *** 0.691   

社区意

识 

M21 1.000    0.755 

0.905 0.578 

M22 0.962 0.048 20.125 *** 0.851 

M23 0.771 0.046 16.798 *** 0.726 

M24 0.774 0.045 17.127 *** 0.734 

M25 0.737 0.042 17.358 *** 0.747 

M26 0.720 0.044 16.524 *** 0.710 

M27 0.747 0.041 18.409 *** 0.791 

包容性

领导 

Z1 1.000    0.812 

0.822 0.607 Z2 1.321 0.080 16.487 *** 0.793 

Z3 1.054 0.068 15.592 *** 0.729 

创新行

为 

Y1 1.000    0.810 

0.911 0.632 

Y2 0.910 0.047 19.226 *** 0.756 

Y3 1.009 0.051 19.915 *** 0.779 

Y4 1.061 0.046 22.867 *** 0.865 

Y5 1.038 0.053 19.433 *** 0.761 

Y6 1.136 0.056 20.325 *** 0.794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从表 4.4 得知，人与组织契合的组合信度值为 0.796 (AVE = 0.566)；职场精

神力的组合信度值为 0.779 (AVE = 0.638)；包容型领导的组合信度值为 0.822 

(AVE = 0.607)；创新行为的组合信度值为 0.911 (AVE = 0.632)，各个变量的组合

信度值均高于 0.6，可以说明各个变量有着较好的一致性 (吴明隆 & 涂金堂, 

2012)。 

4.3.3 区别效度分析 

本研究根据荣泰生 (2009) 的标准，变量的 AVE开根号值高于各变量的相关

系数，即有区别效力。如表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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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区别效度分析表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1.人与组织契合 3.717 0.776 0.752    

2.职场精神力 3.756 0.737 0.527** 0.799   

3.包容型领导 3.559 0.911 0.186** 0.207** 0.779  

4.创新行为 3.814 0.824 0.461** 0.541** 0.308** 0.795 

注：**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从表 4.5 得知，对角线值是各个变量的 AVE 开根号值分别为 0.799、0.779、

0.752、0.795，均大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即本研究的人与组织契合、创新行

为、职场精神力、包容型领导具有区别效力 (荣泰生, 2009)。 

4.4 假设验证 

4.4.1 人与组织契合对创新行为的回归分析 

根据 Bland and Altman (1986) 的析标准，如表 4.6 所示： 

表 4.6 人与组织契合对创新行为的回归分析表 
 创新行为 

模型 1 模型 2 

性别 0.050 0.053 

年龄 -0.161*** -0.170*** 

现任公司任职 -0.042 -0.021 

年收入 0.058 0.039 

学位 0.108* 0.164*** 

人与组织契合  0.482*** 

R2 0.048 0.277 

调整 R2 0.039 0.269 

F 5.296*** 33.196*** 

注：*p<0.05; ***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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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6 得知，模型M2 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模型的 R2为 0.277，F

为 33.196***，说明整体模型是显著的。进一步对的分析显示，标准化回归系数

为 0.482*** (p = 0.000)，可以说明，假设 H1获得成立。 

4.4.2 人与组织契合对职场精神力的回归分析 

表 4.7 人与组织契合对职场精神力的回归分析表 
 职场精神力 

模型 1 模型 2 

性别 0.019 0.023 

年龄 0.042 0.032 

现任公司任职 -0.068 -0.045 

年收入 0.268*** 0.247*** 

学位 0.063 0.124** 

人与组织契合  0.535*** 

R2 0.08 0.362 

调整 R2 0.071 0.354 

F 8.986*** 49.020*** 

注：**p<0.01; ***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从表 4.7 得知，模型M2 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模型的 R2为 0.362，F

为 49.020***，说明整体模型是显著的。进一步的回归模型的分析显示，标准化

回归系数为 0.535*** (p = 0.000)，说明假设 H2获得成立。 

4.4.3 职场精神力对创新行为的回归分析 

表 4.8 职场精神力对创新行为的回归分析表 
 创新行为 

模型 1 模型 2 

性别 0.050 0.039 

年龄 -0.161*** -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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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职场精神力对创新行为的回归分析表 (续) 
 创新行为 

模型 1 模型 2 

现任公司任职 -0.042 -0.003 

年收入 0.058 -0.096* 

学位 0.108* 0.072* 

职场精神力  0.574*** 

R2 0.048 0.351 

调整 R2 0.039 0.344 

F 5.296*** 46.823*** 

注：**p<0.01; ***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从表 4.8 得知，模型M2 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模型的 R2为 0.351，F

为 46.823***，说明整体模型是显著的。进一步对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的分

析显示，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 574*** (p = 0.000)，可以说明假设 H3获得成立。 

4.4.4 职场精神力在人与组织契合与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分析 

根据Mackinnon et al. (2007) 的标准，如表 4.9 所示： 

表 4.9 职场精神力在人与组织契合与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分析表 

路径 Effect SE t p 
Bias Corrected(95%) 

LLCI ULCI 

直接效应 0.253 0.041 6.105 0.000 0.171 0.334 

总效应 0.482 0.038 12.821 0.000 0.408 0.556 

间接效应 0.231 0.027 8.505 0.000 0.179 0.284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从表 4.9 得知，Boostrap 中介效应检验可以看出：直接效应为 0.253，95%的

置信区间 [0.171, 0.334]，不包含 0，说明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为 0.231，95%

的置信区间 [0.179, 0.284]，不包含 0，说明间接效应显著，也就是职场精神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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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组织契合与创新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最后总影响为 0.482，在 95%的置

信区间 [0.408, 0.556]，不包含 0，说明总效应显著 (Mackinnon et al., 2007)。因此，

假说 H4 成立。 

4.4.5 包容型领导在人与组织契合与创新行为之间的调节分析 

根据 Aiken and West (1991) 的标，如下所示： 

表 4.10 包容型领导在人与组织契合与创新行为之间的调节分析表 

 
创新行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性别 0.050 0.053 0.047 0.045 

年龄 -0.161*** -0.170*** -0.159*** -0.164*** 

现任公司任职 -0.042 -0.021 -0.019 -0.024 

年收入 0.058 0.039 0.036 0.049 

学位 0.108* 0.164*** 0.168*** 0.170*** 

人与组织契合  0.482*** 0.441*** 0.441*** 

包容型领导   0.224*** 0.239*** 

人与组织契合*包容型领导    0.113*** 

R2 0.048 0.277 0.325 0.338 

调整 R2  0.039 0.269 0.316 0.327 

F  5.296*** 33.196*** 35.695*** 32.954*** 

注：***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从表 4.10 得知，模型 M3 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模型的 R2为 0.338，

F 为 32.954***，说明整体模型是显著的。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113*** (p = 0.000)。说明，假设 H5获得成立。 

依据研究结果，结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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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研究假设分析结果 
假设 研究差异 结果 

H1：人与组织契合对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以往研究一致 成立 

H2：人与组织契合对职场精神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以往研究一致 成立 

H3：职场精神力对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以往研究一致 成立 

H4：职场精神力在人与组织契合与创新行为之间有中

介影响； 
首次提出，论证 成立 

H5：包容型领导在人与组织契合与创新行为之间有正

向调节效应。 
首次提出，论证 成立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51 

 

 

第 5章 

结论与建议 

第一节根据上一章节的数据分析得到的验证结论，对应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说

进行各个结论的分析和说明；第二节为对组织的相应的管理的提出和建议；第三

节为对本研究存在的限制和潜在问题进行说明，以及对未来研究提出的研究建议。 

5.1 结论 

本研究基于中国高新技术公司的科研与技术人员的人与组织契合对创新行

为的影响过程中，探索职场精神力的介导效应与包容型领导的促进作用。本研究

为创新行为的理论提供了新的综合性、全面的调查作用。 

为解释包容型领导对个体价值观与行为的影响路径提供了证据。这意味着我

们必须认识到，支持和鼓励员工产生和实施新的有用的想法将有助于组织转向创

新行为，并通过对职场精神力包容型领导的媒介与交互效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影响创新行为的过程。 

5.1.1 人与组织契合对创新行为的结论 

结果发现，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科研与技术人员的人与组织契合对创新行为有

显著正向影响，这与以往研究是一致 (Aslan, 2019)。即，人与组织契合越高，创

新行为越高。这意味着，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科研与技术人员更强的人与组织契合

能更好地刺激员工的创新行为。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科研与技术人员的人与组织契合度的高低会影响员工的

心理，与组织契合度越高的员工越能理解组织目标，进而努力 (Afsar et al., 2015)。

而员工越认同组织价值观，就越有可能产生更高的动机，从而做出更多组织期望

的创新行为 (Afsar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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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Ma et al. (2016) 所言，组织如何提高创新的方式，是对价值观中进行有

效的管理。组织应该培养和发展积极的价值观，因为这影响着个体的创新行为。

而作为一种积极的价值观 (Pattnaik et al., 2023)，人与组织契合通过提升员工的士

气 (Michael, 2016)，可以有效提升他们的创新行为水平 (Aslan, 2019)。 

因此，结果表明，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科研与技术人员的人与组织契合对技术

与研发人员的创新行为会产生正向影响，特别是当他们对组织价值观认可度较高

时。 

另一方面，本研究基于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情景，结合自我和谐理论，探索人

与组织契合对技术与研发人员的创新行为的影响，这在研究的文化差异上对两者

的关系具有一定突破性。正如Westerman and Vanka (2005) 所说，东西方背景下

的契合现象或许存在差异性。同时，Fan (2018) 强调，尤其应该在集体主义的影

响之下探索契合度的相关研究，以明确文化差异对人与组织契合的影响。 

5.1.2 人与组织契合对职场精神力的结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科研与技术人员的人与组织契合对职

场精神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人与组织契合越高，职场精神力越高。这意味着，

更强的人与组织契合能更好地刺激员工的职场精神力。 

这可以根据人与组织契合理论的互补需求-供给观点说明，当组织满足个人的

需求、愿望或偏好时将出现契合 (Kristof, 1996)，这为将工作场所精神融入传统

的工作场所中的个体对组织价值观认同的提供了依据。 

正如 Seong and Choi (2019) 所言，人与组织契合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观，它可

以增加员工的信念，提升员工的内心体验。 

因此，结果表明，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科研与技术人员的人与组织契合对技术

与研发人员的职场精神力会产生正向影响，特别是当他们对组织价值观认可度较

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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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本研究基于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情景，结合自我和谐理论，探索人

与组织契合对技术与研发人员的职场精神力的影响，这在研究的文化差异上对两

者的关系具有一定突破性。正如Westerman and Vanka (2005) 所说，东西方背景

下的契合现象或许存在差异性。同时，Fan (2018) 强调，尤其应该在集体主义的

影响之下探索契合度的相关研究，以明确文化差异对人与组织契合的影响。 

5.1.3 职场精神力对创新行为的结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科研与技术人员的职场精神力对创新

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职场精神力越高，创新行为越高。这意味着，更强的

职场精神力能更好地刺激员工的创新行为。 

因此，在工作中的职场精神力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因为职场精神力是提升创

新行为的重要前因 (Williams et al., 2017)。因此，组织需要提高员工创新行为，

应对心理因素中的积极体验进行有效管理，因为这影响着个体行为 (Haldorai et 

al., 2019)。 

正如 Pawar (2009) 所言，职场精神力有助于实现目标感和方向感，从而激励

员工的创造力，这进一步促进了创新行为的发展。 

因此，结果表明，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科研与技术人员的职场精神力对技术与

研发人员的创新行为会产生正向影响，特别是当他们自身的内心体验度较高时。 

另一方面，本研究基于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情景，结合自我和谐理论，探索职

场精神力对技术与研发人员的创业行为的影响，这在研究的文化差异上对两者的

关系具有一定突破性。正如Westerman and Vanka (2005) 所说，东西方背景下的

行为现象或许存在差异性。 

5.1.4 职场精神力在人与组织契合对创新行为之间作为中介的结论 

结果首次发现，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科研与技术人员的职场精神力有介导效应。

以往研究是以职场精神力作为媒介，能够进一步介导仆人型领导与员工创造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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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Williams et al., 2017) 。而本研究则以个人与组织价值观的契合与创新行为

的关系出发，探索职场精神力的媒介作用，这拓展了创新行为的介导路径。这意

味着，人与组织契合能够通过职场精神力的介导效应，进一步增加员工的创新行

为。 

在高新技术公司中的研发与技术人员内心体验的职场精神力能够激励员工，

支持乃至于包超越自己，并挑战完成任务，有时他们能比平时做得更好。因此，

企业应重视员工职场精神力的培养，以促进员工在实际工作任务中的创新行为。 

正如 Palframan and Lancaster (2019) 所言，而个人对组织价值观的认同，能

够强化内心体验的职场精神力，并刺激员工的内在动机，最终将进一步提升员工

有利于组织的行为。 

因此，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科研与技术人员的人与组织契合

能够通过提升技术与研发人员的职场精神力会对创新行为产生进一步的影响，特

别是当他们的内心体验度较高时。 

另一方面，本研究基于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情景，结合自我和谐理论，探索职

场精神力在人与组织契合与技术与研发人员的创新行为的介导效应，这在研究的

文化差异上对两者的关系上，以及拓展自我和谐理论，填补空白方面具有实质性

的创新。正如Westerman and Vanka (2005) 所说，东西方背景下的契合现象或许

存在差异性。同时，Fan (2018) 强调，尤其应该在集体主义的影响之下探索契合

度的相关研究，以明确文化差异对人与组织契合的影响。此外， Michael (2016)、

Seong and Choi (2019) 也提出，人与组织契合及其如何影响创新工作行为的过程

机制依然是不足的。 

5.1.5 包容型领导在人与组织契合对创新行为之间作为调节的结论 

结果首次发现，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科研与技术人员的包容型领导有促进效应，

这与以往研究不同 (Mamani et al., 2022)。以往研究是以包容型领导作为促进机制，

能够进一步促进企业家精神与绿色创新意愿的关系 (Mamani et al., 2022)。而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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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则以不同的个人与组织价值观的契合与创新行为的关系出发，探索包容型领导

的促进作用，这拓展了创新行为的促进路径。这意味着，人与组织契合能够通过

与包容型领导的交互，进一步增加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员工的创新行为。 

正如 Aslan (2019) 所言，积极的领导力有助于人们在价值观的人-组织契合、

需求-供应契合、需求-能力方面获得额外的资源，并使得人们更加努力。而在中

国人工智能企业中具有较好的人与组织契合的员工对其任务感到满意，具有内在

激励，而具有包容型领导的组织则能够很容易激励员工的内在动机 (Fang et al., 

2019)，更有可能表现出创新的工作行为。 

因此，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科研与技术人员的人与组织契合

能够通过与包容型领导的交互作用会对技术与研发人员的创新行为产生促进效

应，特别是当他们受到的包容与积极的上级的态度与支持行动较高时。 

另一方面，本研究基于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情景，结合自我和谐理论，探索包

容领导在人与组织契合与技术与研发人员的创新行为的促进效应，这在研究的文

化差异上对两者的关系上，以及拓展自我和谐理论，填补空白方面具有实质性的

创新。正如Westerman and Vanka (2005) 所说，东西方背景下的契合现象或许存

在差异性。同时，Fan (2018) 强调，尤其应该在集体主义的影响之下探索契合度

的相关研究，以明确文化差异对人与组织契合的影响。此外， Michael (2016) 、

Seong and Choi (2019) 也提出，人与组织契合及其如何影响创新工作行为的过程

机制依然是不足的。 

5.2 研究建议 

5.2.1 理论建议 

在过去，中国高新技术公司的技术与研发人员的创新是推动组织发展的核心，

因为他们是最好的创新发展与执行者，有较高水平的创新思想与实践能力 (Lu et 

al., 2019)。而随着员工对自己的创新能力越来越重视，他们对跳槽也越来越有信

心 (Iqbal et al., 2022)。然而，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基于自我和谐理论视角，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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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工作中感到对组织的价值观认同时，这种创新行为似乎会上升。而当员工

同时具有高职场精神力与获得包容领导的支持时，该员工更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创

新行为，因为他们致力于他们的长期目标，并将当前的工作视为获取知识/技能的

一种手段。这种结合突出了人与组织契合在一个充满挑战的经济形势下的矛盾重

要性。而基于本研究的结果，作出理论建议如下： 

第一，在本研究中，仅涉及北京市的技术与研发人员群体，地区单一，未来

研究建议选择其他区域，以更好的评估创新行为的影响与机制，这将对推动组织

创新的提升带来更多帮助。正如 Iqbal et al. (2022) 所言，探索不同文化差异、区

域性，以及更多能够优化创新领域研究的意义。 

第二，在本研究中，虽然人口变数含盖性别、年龄、在现公司的任职时间、

年收入、学位，但是还远远不足以较为充分的区分人口特征。所以，建议未来研

究应纳入更多人口特征因素以充实研究 (Brightman, First & Spengler, 1999)，更好

的区分目标群体。例如：家庭成员创新经历、海外任职的创新经验。这将对推动

组织持续创新的提升带来更多帮助。正如 Asghar et al. (2023) 所言，从不同差异

性的理论中进行更多的系统性研究，能够更好的理解创新行为的巨大影响。 

第三，本研究的结果显示了职场精神力与包容型领导在提升技术与研发人员

创新行为方面关键的间接作用。在这个研究中，可以展示，在最近的商业环境中，

职场精神力与包容型领导进一步提升了职场精神力与包容型领导之间的关系。因

此，人工智能组织必须重视职场精神力与包容型领导对于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 

(介导、促进效应)。而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基于本研究的结果结合其他理论进

行拓展，对创新行为的前因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例如：高能型领导、传承动机、

工匠精神、敬畏特质、善良人格、授权氛围、组织建言氛围等。以及中间路径进

行更为广泛的研究，例如：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材料、知觉压力、女性主义认同

发展、情绪社会分享动机、认知失败、忘我、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状态性平和

等。 

第四，本研究仅以实证方法进行研究，虽然定量研究是容易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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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htman et al., 1999)，但是不能非常好的透视变数之间的逻辑关系、成因 (田

虎伟, 2007)，以及挖掘、归纳总结出目前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与研发人员

的，人与组织契合、职场精神力、创新行为、以及上级的包容型领导目前所存在

的不良之处，这将无法依据不良问题而进一步作出对应的改善策略 (田虎伟，

2007)。正如 Reeve (2013) 所言，横断面的调查存在一定限制，因为人们的动机

和目标取向是动态的。而在本研究中，大多数被试都是技术与研发人员，他们对

人与组织契合的动机状态也会发生变化 (Risberg & Romani, 2022) 。因此，今后

需对动态关系进行纵向研究将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建议未来使用混合方法进行

研究，以弥补定量研究的不足 (田虎伟, 2007)，从而更深入的为创新领域带来实

质性帮助。 

5.2.2 实践建议 

1) 管理者要支持并发展员工对组织价值观认同的建议 

中国高新技术公司的管理者可以通过主动掌握员工对组织价值观的认同来

提高员工的创新行为 (Afsar & Rehman, 2015)，这种员工对组织价值观的认同对

创新行为的影响最大 (Ma et al., 2016) 。而员工可以成功地解决问题或有效地产

生创造性的想法，是基于成功的主动掌握经验 (Michael, 2016)。因此，中国高新

技术公司的管理者可以发起建设与发展员工对组织价值观认同，并鼓励员工参与

这些活动，以此提高员工对组织价值观认同度 (Michael, 2016)。在这些创新活动

中，员工可能会表现出创造性的行为来成功地完成任务，从而提高他们的创新行

为。 

2) 管理者要支持并提供包容型领导以支持员工创新行为的提升建议 

管理者在拥有专业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支持并提供员工适当的资源 (Lu 

& Wong, 2019)。经理或主管应该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积极主动，经理们应该鼓

励员工提出问题，让员工积极面对，从实践中积累经验，过程可能会有错误，但

这是员工学习的机会 (Carmeli et al., 2010)。经理应该指导员工学习和发展新技能，

接触新想法或概念将有助于个人发展 (Asghar et al., 2023)。管理者应该具备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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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支持员工的态度与行为，并努力创造一个环境，激发员工对工作的热情并促使

组织产生更好的结果 (Fang et al., 2019)。这样在工作的发展和未来的职业道路上，

员工将会更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组织 (Aslan, 2019)。 

3) 管理者需提供员工自由并培训员工开发新技能的建议 

自由是吸引员工的另一个标准，它会慢慢地影响到员工的意愿想要得到参与

和自由使用他们的专业知识 (Zhou & Mou, 2022)。而如果没有自由去尝试新事物，

员工就会觉得工作没有乐趣 (Vanesa et al., 2022)。作为员工发展计划的一部分，

管理者必须提供自由并培训员工开发新技能。自由的贡献对员工的参与和互动，

当然，还必须给予员工追求新知识和技能的机会 (Niu. 2014)。对大多数员工来说，

发现和学习新技能的机会似乎很吸引他们/她们，因此学习是影响员工发展与表现

的一个重要因素 (Murtza & Rasheed, 2023)。 

4) 创造或开发员工职场精神力的机制 

高新技术公司的管理者需要创造或开发员工内心体验的机制，以增加员工的

职场精神力 (Li & Amponstira, 2020)。如果员工缺乏高度的心理内心体验，创造

性工作将难以发挥，则会减少员工的创新 (Michael, 2016)。例如，高新技术公司

可以会建立对应的机制，并鼓励他们的员工去发展自身的职场精神力。此外高新

技术公司需要增加员工的工作意义，同时在设计和发展社区意识，这将促进个体

幸福、满足和成就 (Mishra, 2022)。 

5) 公司内部网在一定程度上需保持员工之间沟通的循环 

一些员工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在信息自由流动的环境中，公开交流的能力

是员工与公司目标一致工作的必要条件愿景：在组织中真正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公

开交流，这让我的想法变得清晰明了 (Roblek et al., 2016)。来自高层的沟通可以

帮助员工获得良好的信息和自由交换意见的想法。公司内部网在一定程度上需保

持员工之间沟通的循环，因为来自主管的反馈是沟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自

经理的反馈对一个同事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Leidner, 2021)。积极和建设性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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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经常出现，这种建设性的反馈促进和引导员工的职业生涯和提高未来的前景 

(Roblek et al., 2016)。双向沟通必须从各个层面进行，管理者和员工在工作中都应

该有机会发泄对工作的不满。如果没有管理层告知员工组织战略，员工可能无法

接受正确的方向，很难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或愿景前进，持续的反馈、开放的氛

围提供了自由的流动和信息的传递，使员工可以保持一致，以最高管理目标帮助

他们在职业生涯中追求发展 (Leidner, 2021)。 

6) 构建现代人才管理机制的建议 

为了进一步增加实践内的价值，从实际的角度看，建议如下： 

人才托管人。传统上，人力资源或人才的管理和开发是人力资源部门的职责，

但在人才管理活动中，单个部门的效率是有限的 (Sindhura, 2022)。一个成功的人

才管理项目的关键是建立在所有部门的合作 (Naim & Lenka, 2017)。而一些组织

管理人才如此糟糕的原因之一是“领导者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掌握着培养人才杠杆

的人”。管理者与组织的人才保持联系，他们最终决定员工的工作环境 (Mishra, 

2022)。根据 Naim and Lenka (2017) 对人才管理的研究，只有 18%的经理同意高

级管理人员将人才管理视为他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Mishra (2022) 指出，人才管理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而对这一过程的

有效管理需要领导者具有根深蒂固的人才思维。将人才管理视为纯粹的人力资源

管理，注定要失败。“人才管理需要嵌入到整个组织中，由高级管理团队领导，

由人资部分开发的一系列计划支持，并由 HR 和直线经理执行”。这种责任和问

责的转变要求 21 世纪的管理者和执行人员履行战略家、领导者、教练和顾问的

角色 (Ready & Conger, 2017)。“因此，每个领导者都应该学会如何有效地管理

人才，就像他或她学会了如何有效地管理战略规划或新产品开发一样” (Ready & 

Conger, 2017)。 

有效的人才管理对于企业在 21 世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下来至关重要

(Rustiawan et al., 2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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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年轻一辈科研人员的发展，建立储备人才库。随着年轻的新员工开始进

入职场，企业在试图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来留住这群员工时，面临着新的挑战 

(Sandeepanie et al., 2023)。研究表明，一旦这些人被雇佣，他们不太可能逗留很

长时间 (Tracey et al., 2015)。一些调查估计，年轻的新员工很可能每两年换一次

工作，不断地寻找新的挑战和经验 (Sandeepanie et al., 2023)。因此，年轻的新员

工因其专业流动性而闻名，因此，对于不断增加的组织人员流动率来说，仍然是

一个很大的威胁。这种实际的关注也构成了年轻的新员工成为本研究实施背景中

的一块 (一小部分，从人口变量中的考虑) 的基本前提。根据 Tracey (2015) 的研

究，年轻的新员工把他们独特的价值观、态度和思维方式带到工作场所。接下来

将讨论这种思维方式，以及如何利用它为组织的保留目的提供优势。 

每个人都有不同之处，与其采用一种通用的方法来留住员工，还不如了解你

试图留住的员工的特点，并灵活地应对这些特点。而新一代员工的动机和诱因与

他们的前辈有显著的不同 (Guthridge et al., 2008)。新一代员工通常被描述为雄心

勃勃，但要求非常高 (Siripipatthanakul et al., 2022)。他们需要一个工作环境，允

许最佳的工作-生活平衡，有挑战性和有趣的工作，一个绿色的雇主和一个现代的

工作场所 (Guthridge et al., 2008)。 

人员流动仍然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挑战 (Ristian & Ehksan, 2023)。一个只能通

过真正的兴趣克服你的员工感知的组织，其代理和实践保留最优秀的人才在新一

代毕业生将主要挑战的雇主如果组织不准备改变，适应或简单地解释他们的人力

资源政策因此人才管理实践，以适应新一代 (Ristian & Ehksan, 2023)。可以因此

得出结论，了解新一代员工的意图和他们的观念 (或人才管理实践)，组织和主管

的支持，应该提供的组织能力构建一个有价值的人才管理体系，以保留、发展、

激发新员工的典范。 

建立平台，充分沟通。对于管理者来说，理解是什么在员工中培养了创新行

为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不同的背景、文化、民族和价值观的差异，组织的人力资

源越来越多样化 (Stander et al., 2022)。管理者面临的任务是雇佣价值观与组织价

值观相一致的个人。本研究提供实证支持的前提是，强调员工的个人幸福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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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成长和发展也可以对工作态度产生积极的影响，并最终对组织产生积极的影

响。人类是理性的，但也有情感和精神 (Rego & Cunha, 2017)。正如Mishra (2022) 

所指出的，管理者有必要了解工作场所精神有显著的潜在积极结果。管理层应该

创建论坛，公开讨论员工的精神、价值观和权利，并将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结合

起来，以提高创新行为。 

而最好的方法就是问问员工他们认为公司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实现个人

目标，然后在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之间找到平衡。根据 Mishra (2022) 的研究，

社区建设实践通过模糊工作和非工作生活之间的界限来提高工作的意义。社区建

设实践包括在工作中创造类似家庭的动力，强调包含超越利润的目标和价值观的

使命。在工作场所增强社区意识，加强与他人、客户和社区的联系，可能有助于

员工建立人际关系，并为他们的想法得到实施提供支持。 

5.3 研究贡献 

5.3.1 理论贡献 

本研究借助自我和谐理论为 (Sheldon & Elliot, 1998)，结合中国高新技术企

业背景，探讨人与组织契合与创新行为的关系，以及职场精神力的媒介作用，以

及包容型领导的促进效应。 

第一，以往研究尚不明晰中国背景下的人与组织契合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因

此，本研究首次以实证研究对中国北京高新技术企业的人与组织契合对创新行为

的影响进行探索，以补充空白。这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理解价值观契合因素为何

能够更好的影响员工创新行为带来经验证据，本研究基于自我和谐理论，更好的

解释人与组织契合如何促进员工的创新行为，以及职场精神力与包容型领导的间

接影响，这为该理论的拓展和延申有重要贡献。 

第二，本研究强调中国北京高新技术公司背景的差异性背景，并试图了解个

体与组织价值观契合在创新行为方面的影响，以及职场精神力与包容型领导的介

导、促进作用，并将其与自我和谐理论联系起来。并以此，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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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最后，本研究的结果不仅可以丰富人与组织契合与创新行为、职场精神力与

包容型领导的相关文献以及自我和谐理论，还填补以职场精神力与包容型领导作

为人与组织契合媒介、促进因素的空白。正如 Asghar et al. (2023) 所说，只有从

不同差异性的理论中进行更多的系统性研究，才能更好的理解创新行为的非凡作

用。 

5.3.2 实践贡献 

由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面临的挑战 (Lu & Wong, 2019)，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或许是由于个体与组织价值观契合不足所导致的 (Ma et 

al., 2016)。因此，必须考虑个体特征，其中，最为最重的是人与组织契合 (Asghar 

et al., 2023)。因此，本研究以个体与组织价值观契合作为基础构建研究，试图找

出对研发人员人与组织契合度的有益方法。 

通过实证研究的结果，本研究将有针对性地提出实践建议。第一，中国高新

技术企业必须理解，在当代中的人与组织契合度的强大影响力。因此，需要充分

对人与组织契合度有一定认识。在次之后，通过多种手段发展科研人员的人与组

织契合度，例如，长期的、借助内外部资源构建持续职业发展活动，以形成一支

与组织价值观高度契合的研发队伍，从而突破困境，全面提升创新能力。正如

Asghar et al. (2023) 所说，人与组织契合度是当代管理领域最突出的理论之一，

它在创新方面可为企业带来绝对性的能量。 

第二，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人事部门与领导者也必须认识到创新行为的

潜在影响效应，并注重员工创新行为的发展与塑造，可以也将其纳入持续职业发

展活动，以更好的提升研发人员创新行为的成长，因为这对提高企业的创新能量

有决定性作用 (Ma et al., 2016)。 

第三，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人事部门与领导者还要高度重视职场精神力

与包容型领导的强大作用，并注重在工作场所中的精神力与积极的领导力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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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发，制定职场精神力与包容型领导的政策与机制，这对研发人员的创新行为

是非常必要的。 

5.4 限制与展望 

5.4.1 限制 

与所有的研究一样，这项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使用自我报告的数据，这些

测试依赖于通过在线调查工具自行报告的数据，尽管在调查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但这可能会降低调查结果的客观性，以及问题的敏感性，并可能引发社会期望的

反应。解决社会合意性的一种方法是用第三人称提出问题，而不是直接把问题指

向个人 (Bernardi & Guptill, 2008)。此外，所有的构念都是使用成熟的和以前验证

过的量表来操作的。最后，虽然自我报告数据被认为是一种限制，但研究发现，

当调查方法是通过互联网时，社会期望的反应偏差更低 (Joinson, 1999)。 

另外回收的数据信息只在北京市一个城市，数据分析获取之结论具有一定适

应性的缺陷 (Kotrlik & Higgins, 2001)。因此，今后关于创新行为的关联之研究，

建议扩大数据采集区域，以满足不同企业之需要和研究结论之适应性和广泛性。 

5.4.2 展望 

基于本研究的结果，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想法，并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

以改善未来关于人与组织契合对创新行为作用的研究。本研究的一个重要扩展是

研究其他可能与创新类似的类型。例如，即兴创造行为 (Li & Amponstira, 2020)。 

另一方面，本研究的结果还表明，职场精神力与包容型领导通过人与组织契

合与创新行为的介导与促进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中国人工智能或高新企

业的人与组织契合对创新行为之间的介导与相互作用对创新行为进行进一步的

中介路径拓展研究，将是有趣的。此外，鉴于可持续发展的趋势，未来可以针对

绿色创新行为的前因、过程机制进行更多的研究，例如：绿色关注、中庸思维、

绿色支持等 (熊熊, 邸佳慧, & 高雅, 2023; 朱健 & 张彬, 2022)，并引入环境因素

与其结合进行理论创新，例如：绿色创新生态系统 (王晓萍, 翁夏燕 & 周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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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王舒扬, 朱强, & 王兴元, 2023)，以充分满足和契合中国人工智能或高新企

业未来企业发展，这对不仅在理论上，还能够对未来的实践方面有着巨大价值、

贡献。 

另一个对这一研究方向有特别兴趣的途径是在模型中引入人口统计学。不同

的人口特征可以更好地理解员工当前的环境，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识别。先前的

研究表明，由于北京的科技企业，已经拥有相当规模的外籍员工 (李金龙, 2021)，

而员工的种族或性别与主管的种族或性别之间的距离可能对组织价值观的认同

有影响 (Gok et al., 2023)。而因为个人倾向于和其他人一样认同 (Murtza & 

Rasheed, 2023)，与管理者以及组织的一致性的感知可能会增加认同度。当员工对

组织的价值观是认同的，并且管理者也是少数群体的成员时，少数民族可能会更

强烈地认同他们的组织 (Beikzad, 2022; Vanesa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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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我是兰实大学的学生，正在进行一项关于（人与组织契合与创新行为间之关

系研究： 职场精神力之中介效果、包容型领导之调节效果）。 
 

学校：兰实大学 
导师：杨书成 
学生：周思杨 

 
1、受访者背景资料 

性别 男 女    

年龄 22岁及以上 23~30岁 31岁~40岁 41~50岁 
51岁及以

上 

在现公司的

任职时间 

11 个月及以

下 
1~4年 5~6年 7~9年 10年以上 

年收入 9万元及内 10~15万 16~20万 
21万及以

上 
 

学位 
副学士/学士

及以下 
学士 硕士 博士  

 

2、以下内容描述，请根据您的实际感受作答，并在您赞同的选项下打“√”：  

下面一系列题项是您在工作中对“价值观”的描述，请您按照自己的实际感受，选

择最合您实际情况的选项：（其中 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无意见；4=同

意；5=非常同意） 

 

非常

不同

意合 

比较

不同

意合 

同意 
比较

同意 

非常

同意 

1 我在生活中看重的东西与我的组织所看重

的东西非常相似。 

2 我的个人价值观与公司的价值观和文化相

匹配。 

3 我的组织的价值观和文化与我在生活中看

     



84 

 

重的东西非常契合。 

4 我的工作提供给我的东西和我希望从工作

中得到的东西之间有很好的匹配。 

5 我对工作的要求在目前的工作中得到了很

好的体现。 

6 我目前的工作几乎满足了我对工作的所有

要求。 

7 我的工作要求和个人技能非常匹配。 

8 我的能力和所受的培训非常符合我的工作

要求。 

9 我的个人能力和所受的教育与工作对我的

要求很匹配。 

3、下面一系列题项是在您工作中对“改善、变革工作中新的想法、方案”的描述，

请您按照自己的实际感受，选择最合您实际情况的选项：（其中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3=无意见；4=同意；5=非常同意） 

 

非常

不同

意合 

比较

不同

意合 

同意 
比较

同意 

非常

同意 

1就总体来言，我是一个有创新和创造性的人 

2 为了实现自己的构想或创意，我会想办法争

取所需要的资源 

3 我会积极地制定合适的计划实现创新性的

方法 

4 我经常与其他同事沟通交流自己的新想法 

5 我经常会产生一些有创意的点子和创新性

的想法 

6 在工作中我会积极主动的应用新方法、技

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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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面一系列题项是在您在企业中对“内心体验”的看法，请您按照自己的实际

感受，选择最合您实际情况的选项：（其中 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无意

见；4=同意；5=非常同意） 

 

非常

不同

意合 

比较

不同

意合 

同意 
比较

同意 

非常

同意 

1 我可以在工作中体验到工作的乐趣 

2 我认为工作与生活中重要的事情都是相联

系的 

3 我期待着去上班 

4 我觉得我的工作对社会有价值 

5 我可以理解我工作的个人意义 

6 我认为与他人的合作是有价值的 

7 在公司中，我感觉自己是集体的一部分 

8 在公司中，我相信人们是互相支持的 

9 在公司中我可以随意发表意见 

10 我认为我们公司的员工都有共同的目标 

11 我相信员工之间是真正关心彼此 

12 我有一种成为家庭成员的感觉 

     

 

5、下面一系列题项是在您对“上级”的看法，请您按照自己的实际感受，选择最

合您实际情况的选项：（其中 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无意见；4=同意；

5=非常同意） 

 

非常

不同

意合 

比较

不同

意合 

同意 
比较

同意 

非常

同意 

1.上级领导鼓励员工采取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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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级领导要求属于其团队成员的建设性意

见 

3.上级领导对他人意见的评价不认同(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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